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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公羊學主要乃以闡發微言大義為特色，而乾嘉主流

的考據派，則在「崇實黜虛」的回歸經典聲中，多循「古訓」

以及由音聲訓詁以通經義的「考據治經」進路，並因此形成

常州學派和考據派對於經學存在「微言大義╱名物訓詁」的

經學價值異見，故學界向來多著墨於常州學派、乃至晚清今

文家對考據進路的反對立場；然實際上考據學即使在晚清今

文學興盛之下也並未消失，劉逢祿（1776-1829）、康有為

（1858-1927）等對於經典的「考辨真偽」便都是一種考據

方法論的運用，學者林慶彰也指出「民國時期」的考據學更

是在乾嘉考據學突出的「輯佚」之外，轉以「箋釋」、「講

疏」鄭玄（127-200）著作為重心。1蓋就一種學術典範而言，

如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等，其內涵

必然都包括學者所提出的「學說成果」，以及獲取該學術成

果的「方法論」和居學者核心關懷的「價值觀」等。準此以

觀，則在清代的今、古文經學發展中，包含名物訓詁以及辨、

正、校、補等等取證經典的考據法，可以視為今、古文家的

「共法」；而清代今、古文所區以別之的關鍵，主要在於學

者對「經學價值」、或「經典價值」的認定不同──其初，

乾嘉常州學派發揚微言大義並強調「論經」的經學模式，由

重「義」而上復西漢今文經學，考據派則重視經注經義之正

確性而強調名物訓詁，是為東漢章句訓詁之解經路數，因此

常州學派和考據學派存在對於「經學價值」的「微言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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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物訓詁」、「論經╱注經」之形式異見；其後，則由於晚

清今文家爭經典之正統地位而樹立今文門戶，於是今古文之

爭指向「經典價值」的門戶之爭，如對於《左傳》的「經╱

史」之辨以及辨偽《周官》等。是以乾嘉學術做為清代學術

的高峰發展，其學術內涵具有相當複雜性，雖然大體言之，

「崇實黜虛」、「尊漢抑宋」的「考據治經」是主流趨勢，

故或稱為乾嘉漢學；但是考據法在清儒復興東漢古文學的意

義之外，同時也是清儒建立起考據學系統方法論後，清儒所

普遍認同的經學圭臬與方法門徑。換言之，考證法後來上升

到經學方法論的高度，成為貫穿清代經學的共法，清儒治經

幾皆不能自外於考證運用，包括清代公羊學代表作的劉逢祿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借重歸納和「屬辭比事」等考據法，

也包括晚清今文學代表的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等系列攻訐

古文經之作。因此清代今、古文之爭不宜籠統地說是今文家

反對東漢的小學考據法；考據治經雖非今文家目的，卻也是

其借重的方法門徑。 

再者，乾嘉常州學術並未以今文經學為限，今文經學也

並未以公羊學為限。從學術史角度來說，除了做為本文主軸

的，圍繞著莊存與（1719-1788）的親族與門生外，其他常

州學者也有諸多古文學之作，並不能以公羊學或今文學侷限

地 看 待 常 州 學 派 ， 譬 如 李 兆 洛 （ 1769-1841 ） 、 洪 亮 吉

（1746-1809）、孫星衍（1753-1818）等著名文家，便都也

是經學家、史學家；但是如果從思想史角度來說，則常州公

羊學對於晚清今文學以及中國的現代化轉進，確實有重要影

響力。故清代的今文經學復興，始於乾嘉而盛於道光；在翕

然從風的乾嘉考據潮流中，發揚微言大義的常州學派，成為

有別於名物訓詁等主流的另一道潛流。 

在乾嘉考據主流外發揚公羊微言的莊存與，他在一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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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聲中另撰根據公羊義法以解經的《春秋正辭》，就清代春

秋學而言，他是公羊學的開創者；此著之外，他還著有《春

秋舉例》、《春秋要指》，並皆宣揚陰陽災異以及公羊「大

一統」和「三統」、「三世」之「義」等所謂「非常異義可

怪之論」。2不過莊氏雖多引述董子、何休等今文家言，他

其實並未侷限在今文經解，也未排斥古文，他亦兼重《周

官》、《左傳》，且撰有《毛詩說》、《周官記》等屬於古

文經學範疇的著作。繼莊存與而起的，則有曾經問學於莊

氏、又從戴震受古文學的孔廣森（1752-1786），他主要循

訓詁考證門徑以治《春秋》，著有《春秋公羊通義》，亦為

清代公羊學先驅。至於繼承莊氏家學的，有莊氏從子莊述祖

（1750-1816）亦論以《左氏》不傳《春秋》，謂為劉歆所

「逞臆虛造」；其外孫劉逢祿則撰作《春秋公羊經何氏釋

例》、《申何難鄭》、《左氏春秋考證》等作以發揚「何休

學」並擡高《公羊》傳經地位，而貶《左傳》為史，宣稱《左

傳》是記事、非《春秋》經解，還以《論語述何》貫通公羊

學和《論語》說解；莊存與另一外孫宋翔鳳（1776-1860），

也撰有《論語說義》、《大學古義說》等發揮何休義旨的系

列專著，樹起清代今文學之旗幟、擴大今文學之陣地，且影

響及晚清諸多經典的釋義「公羊化」現象。 

逮及龔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9），則因

目睹時局衰亂，故又以經世改革思想深化了公羊義旨。他們

推演異內外、大一統、存三統、張三世等理念於變法、革命

和大同理想之倡導上，使得公羊學成為「譏切時政」與宣導

維新變法的憑藉，並促成晚清公羊學盛行之歷史性變化。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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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珍撰有《左氏決疣》，他以公羊「變易」觀點抨擊腐朽的

專制制度；魏源則以凸顯今文意識的《詩古微》、《書古微》

攻擊《毛傳》、〈詩序〉和馬、鄭《尚書》，對晚清之今、

古文壁壘形成有重要影響；另外邵懿辰（1810-1861）《禮

經通論》也斥《周官》、辨《禮》三十九篇為劉歆偽造，至

此群 經 今 文說 出 焉 ！繼 之 更 有晚 清 今 文經 名 家 皮錫 瑞

（1850-1908）、廖平（1852-1932）、康有為、梁啟超等踵

繼增華，今文學極稱盛況。因此清代中晚期在今文學家寄託

改革意識於公羊理論的推波下，公羊學因「非常異義可怪之

論」而導致「自魏晉以還，莫敢道焉」的沉寂情況，3終在

晚清一掃且蔚為大盛。不過常州學派儘管重視經學政治觀，

其經學關注及以經師角色自期，並不同於晚清今文家援經議

政之好為經世政論且深於政治色彩，乾、嘉、道從常州學派

到龔、魏再到晚清的今文學復興，其發展軌跡是「論學→論

政」的學術致用精神獲得發揚。 

學界對於乾嘉常州學派到晚清今文學、跨越如此長時間

的相關研究，不論在綜論或專論方面皆有極多研究成果；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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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則試圖在眾多篇帙浩繁的篇章之外，扼要梳理聯繫常州公

羊學、今文學興盛以及晚清維新思想的學術與思想史線索，

在呈現乾嘉學術多元樣貌之外，也意欲闡明乾、嘉、道的今

文學發展是從論學到論政的發展軌跡。 

二、清儒發揚微言大義的「闡發經典義例╱ 
援經議政」兩種途徑 

立足在常州學派基礎上，公羊學在後來的學術進程中，

開闢出一片闡發微言大義，而迥不同於乾嘉主流突出名物考

據的廣闊天地來。先就乾嘉時期常州學派以言，由莊存與所

肇始、劉逢祿所確立學風的常州學派，是從莊氏發揚西漢策

論文及聖王理想，5再到其外孫劉逢祿光大董仲舒（前 179-

前 104）、何休（129-182）之公羊義法，並突出今、古文對

立意識下之今文家法的。至於從乾嘉常州學派過渡到嘉道、

再到晚清的今文學發展，則清儒用以闡揚微言大義的方式，

可以分就典籍工夫和政事發用兩種不同途徑以言之。 

以最能代表常州學派公羊學成就的莊存與《春秋正辭》

和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為例：《春秋正辭》主要

是歸納《春秋》書法義例；而突出家法與條例的劉逢祿，其

公羊學所用以探索經書微言的方式，也是《春秋》「屬辭比

事」之教──他將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夾注在《公羊傳》

                                                                                                 
19

1840-1874

 
5  論參蔡長林，〈論清中葉常州學者對考據學的不同態度及其意義 以臧庸與李

兆洛為討論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3 9

），頁 263-303。 



  261 

 

傳文下而分散在全書各處的義例，皆予以歸納、分類，故其

學實為分析歸納何休義例的「何休學」，並圍繞著何休「三

科九旨」以建構其一己理論──若此，皆是講求經學旨趣的

典籍功夫，同時也是通過「釋例」法之考據學方法論運用而

獲得的成果，皆以闡發經典義例為治經進路。職此之故，雖

然常州學派發揚微言大義的內容訴求親近西漢今文經學，而

與乾嘉考據主流親近東漢古文經學的章句訓詁、名物考據興

趣有間；但是若就論學對象以及方法論的運用而言，則不獨

莊、劉等通過「屬辭比事」以對經典進行整理歸納與闡發，

常州學派其他學者如宋翔鳳等，亦多是落實在經典文獻上，

發揮乾嘉儒者所擅用及慣用的「釋例」法──如淩廷堪

（1755-1809）以《禮經釋例》歸納《儀禮》禮例，以及焦

循（1763-1820）歸納《易》例有旁通、相錯、時行等，6並

皆是為面對傳統經典以發言。因此就大體而言，儘管常州學

派看重經學微言價值，而與乾嘉時期強調經義訓詁的主流價

值有別；但其終不外於乾嘉考據學之發用，其罕有如龔自

珍、魏源等嘉道經世學者提出的，針對社會現實問題而落實

在具體政務上的改革理論。 

嘉道間由於世運日衰，龔自珍、魏源等人遂在所抱持的

今文學立場中著力發揮公羊變易哲學，而以一種融入社會視

野的經義結合政事方式來發揚微言大義，並落實成為具體的

社會改革與興利除弊主張。雖然他們在學術上也都各有建

樹，如龔自珍有《左氏決疣》、《左氏服杜補義》、《春秋

決事比》（皆佚），魏源也有《詩古微》、《書古微》、《老

子本義》等作；然而證成家法、闡發經典義例，非其學術旨

                                                   
6  論詳張麗珠，〈焦循以易入道的新義理觀析論〉，《興大中文學報》（臺中：中

興大學，2010 年 12 月），頁 9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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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他們對公羊學說的發揚，主要是將微言大義發揮在建構

理想社會上，是走一條經術經世、通經致用的發揮公羊大義

於實際政事之路。故龔魏所代表的嘉道經世思潮，對於現實

問題有諸多批判，並提出更法變制的具體改革之道。其結合

經義的論政模式，影響及晚清康有為「託古改制」之以公羊

義法來為變法張軍，以及他所領導的，結合政治、經學、哲

學於一身的晚清今文學思潮，是以援經議政的嘉道今文學，

正是常州公羊學和晚清維新思想的居間聯繫及學術變遷關

鍵。以下闡述之： 

（一）以漢學家法證成聖王理想的常州學派 

儘管清代今文學復盛溯自乾嘉常州之學，尤其劉逢祿使

得今文學概念明朗化，宋翔鳳對今文學傳布有功，但是常州

學派和今文學概念二者有別，常州學派不同於標榜今文價值

而對立於古文經學的晚清今文學。乾嘉常州學派所長者在於

經術文章，頗以科舉制藝的時文詞章殊異於乾嘉蔚為主流範

式的訓詁考證；而乾嘉間如日中天的考據學派，亦對空談性

命、空發議論以及帖括之學多加批評，章學誠（1738-1801）

即曾敘述此學風變趨，曰：「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

舉子藝業，而為名物攷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駸駸乎移風

俗矣！」章太炎（1869-1936）也說：「天下視文士漸輕，

文士與經儒始交惡。」故錢穆（1895-1990）言乾嘉考據起

於「八股反動」。7以此，或有學者認為乾嘉公羊學係出常

州學派和考據學者的科舉範式之爭，謂莊存與撰作《春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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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是「常州學派回應考據風潮對科舉文章之學的批判。」
8以為常州學派與考據主流具有「制藝詞章╱章句訓詁」之

取向殊異，以及別立經教、辨正學術範式於考據時風的意義。 

不過儘管常州學派不願循東漢名物訓詁路數，他們更無

意步趨飽受空談之譏的理學形上學路線與邏輯思辨，因此常

州學派用以闡發聖王理想的經術文章，主要乃以闡發經典義

例之漢學家法做為進路。即他們係結合經學與文學，以「文

士說經」方式兼取考據以證成聖王理想。所以他們一方面走

向有別於章句訓詁的西漢今文學路向；另方面則其探求經典

與聖王微言大義的尊西漢路線，亦不同於桐城派尊程朱及唐

宋古文的路線，更非理學的形上學興趣及趨向。因此常州學

派之義理好尚，不應囿於學界一向的「漢學－考據╱宋學－

義理」劃分而動輒稱以「宋學」──如大陸學者路新生曰「方

耕之所發揮，遠不能達宋學之將形下之用安頓於形上之思基

礎上之博大精深。……（劉逢祿、宋翔鳳、魏源、康有為輩）

由漢宋兼採而偏向於宋學，漸次於採宋而斥漢（考據學）。」

臺灣學者蔡長林亦強調常州學派和科舉的密切關係暨其「庸

俗理學」，謂以「脫胎於宋學之論述」，「宋學幽靈，始終

貫穿在常州學派的血脈中。」同時也不宜以章句訓詁和宋明

理學做為學術絕對標準，如錢穆曰「莊氏為學，既不屑屑於

考據，故不能如乾嘉之篤實，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尋求義理於

語言文字之表，而徒牽綴古經籍以為說，又往往比附以漢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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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迂恠，……不足為達道。」9實則不僅乾嘉漢學包羅廣泛，

未必盡以考據為限，譬如戴震也在理學外另建新義理學；尤

有要者，儒家義理學絕非理學之道德形上學模式所能得而專

之，形上學並非義理學唯一類型及標準，儒學義理未可全歸

「宋學」，「宋學」不能被視為「義理學」代稱。10 

是故儘管常州學派發揮公羊「異義可怪之論」之經解容

許存在討論空間，但其祖尚西漢微言並兼取訓詁考證以證成

聖王之道的學術宗旨，既未悖離漢學路數，其義理亦非理學

「形而上學」模式，這不僅在莊存與、莊培因之以策論發揮

經義上如此，在運用考據語言論學的莊述祖、莊綬甲、劉逢

祿、宋翔鳳等人身上更無不然。身為清代今文學開創者的莊

存與，他曾為《周官》、《毛詩》作「說」；常州學術重鎮

的劉逢祿之於家法、條例看重，正是對考據學方法論之運

用，他之撰為《春秋公羊解詁箋》，亦是持信《春秋》乃「經

之可以條例求者」；11師從莊存與的孔廣森撰有訓詁傳注的

《春秋公羊通義》；陳立亦沿襲漢唐以來的注疏體，以《公

羊義疏》大量彙整漢、清注疏，並務力於版本異同、文字校

勘、字詞音義等。此外，常州名家洪亮吉也有《春秋左傳詁》、

《漢魏音》、《補三國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等

                                                   
9  72

1996 9 114
210 215

21 2002 9 368 369
525  

10  

101-160 121-172  
11  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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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之作；孫星衍有《尚書今古文注疏》；張惠言則有備受

讚譽的《周易虞氏易》；臧庸（1767-1811）更堪稱乾嘉旗

手，嘗佐助阮元（1764-1849）校理《十三經校勘記》的《周

禮》、《公羊》、《爾雅》，並任《經籍纂詁》總纂等，若

此，都是立足在古文經學考證路數上的常州經學成就，也都

足以說明乾嘉時期常州學派固然著重義理、主於闡發微言大

義，但其與經學考據間仍具有密切關係。故常州學派宜視為

清代漢學流派而不應稱為「宋學」，魏源序莊存與《味經齋

遺書》也說：「公所為真漢學者，庶其在是！所異於世之漢

學者，庶其在是！」董士錫撰序亦言：「不知者以為乾隆間

經學之別流，而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巨匯也。」都強調常

州微言進路的經學本質，既不失漢學、又能立異東漢重訓詁

的考據學風。而錢穆則雖然同情宋學，但其《中國近三百年

學術史》也以「清代漢學考據之旁衍歧趨」12來看待常州學

派。 

惟由於常州學派論學趨向或與科舉有關，而我國千年來

由科舉所形塑的儒學意識型態曾在清初受到強烈批判，如顧

炎武批評：「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

之郊。」「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

人。」紀昀也批評：「章註凡以明聖學也。至元延祐中用以

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為弋取功名之路。……蓋自高頭

講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並朱子之《四書》亦亡

                                                   
12  

3 4 525
Benjamin A. Elman

199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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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13於時抨擊八股的言論可謂俯拾皆是。民初以來則在

五四的反傳統思維中，八股文更被視為腐敗的文化象徵，科

舉儒學長期來遂在備受鄙棄的氛圍中難以翻身，常州學派也

頗受忽視。但其實針對千年來功令所繫的科舉儒學，儒者何

嘗未曾寄寓改革理想？學者何冠彪便認為清初八股文改革

是「清初經世思想被忽略的一面。」14例之以清初同具民族

之義、同罹文字之禍，也都同以科舉文名世而致力改革時文

的呂留良（1629-1683）和戴名世（1653-1713）：針對經義

八股所造成的空疏淺陋學風，呂留良批評：「講章制藝，世

間最腐爛不堪之具。」認為制科不足以取士；戴名世也批評

「《四書》、《五經》之蟊賊，莫過於時文。」並斥舉業士

子：「識不足以知天下之變，才不足以應天下之用」，「於

古今之因革損益，與夫歷代治亂廢興之故，無所用心於其

間」，至言「必罷去場屋之文，而後可與語讀書也。」「欲

天下之平，必自廢舉業之文始。」15然而在八股文未廢而天

下讀書人皆醉心舉業的現實中，既然望讀書必於秀才，秀才

則非時文選本不讀，他們遂只好通過正視及改良八股文來挽

救敗壞學風。故呂留良倡程朱之學，欲使經義返於朱注而精

詳點勘八股文字，以「分別邪正，講求指歸」；戴名世亦通

過寫作、評點八股文及選書、閱卷等，以時文上溯《六經》

本旨及「聖人之大經大法」。是以錢穆言：「清初如呂晚村、

                                                   
13  

1970 19 477 473
1979 757-758  

14  
1991 303-331  

15  
1411 2002 1 22

1419 3 48 10 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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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稼書盛唱尊朱，其實只為求八股者一字一句反之朱注，與

亭林諸人之求反之漢唐注疏者，取術雖不同，其為針對當時

時文八股之風尚習俗而發則一也。」16認為「一字一句反之

朱注」的八股文改革，儘管取術與亭林等人回歸傳注的考據

取徑有別，但改革學術的用心與理想則無二致。因此久居廟

堂、侍講皇胄的莊存與，其西漢聖王理想亦未嘗不是致君堯

舜之所寄託；常州文士李兆洛也嘗說：「有明一代以制藝取

士，而制藝即以見人品。」17亦看重八股制藝的世俗化價值，

認為明代多氣節之士正要歸功於八股文章廣泛傳播。故常州

莊氏學儘管在乾嘉考據潮流中被邊緣化了，其藉闡發經典義

例以代聖人立言的經世理想和修正學風的經教努力，實不應

被忽視；常州學派的學術價值也不止在晚清百年學術之運的

歷史脈絡中才顯現意義，後人不宜將常州學派和凸顯家法派

別的晚清今文學一體化地、並皆置於近代中國維新改革的歷

史視野下，而採取一種自流溯源的歷史目的論方式、或是過

度誇大地看待《春秋正辭》之公羊精神及今文意識。 

（二）以「援經議政」突出變革主題的嘉道經世思潮 

19 世紀嘉道間，如包世臣（1775-1855）、林則徐

（1785-1850）、龔自珍、魏源等，皆經世之學的代表人物；

由賀長齡（1785-1848）標竿並延及民初政學集錄的「經世

文編」，實際上即是魏源所編纂並發凡起例的。19 世紀的嘉

道經世思潮和 17、18 世紀的清初經世思潮相比，其最大區

別就在突出社會變革的主題要求──清初經世觀比較偏重

建設理想社會；19 世紀的經世改革則以挽救清朝日益嚴重的

                                                   
16  141  
17  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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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危機為迫切目標。落實現實改革的經世實學，才是嘉道

時期的經世訴求及核心思想。 

龔、魏所處的時代尚非近代，而是清王朝由盛轉衰、內

憂外患開始相逼而來，是從中葉向近代過渡的轉變時期，

龔、魏則可以被視為變動時代中的前驅性代表思想。生當清

朝由盛轉衰之世的龔自珍，雖然其外祖段玉裁（1735-1815）

嘗親授以字學，他又從受公羊學於劉逢祿，出入今、古並涉

獵史學、諸子學與佛學等；但他亦是嘉道經世思潮突出變革

思想以及清代學風由乾嘉考據轉向晚清今文學的代表人

物，其於維新變法具有鼓動作用並影響及晚清學風發展。魏

源則頗同於龔自珍，兼通考據但喜以今文學理論釋經；他雖

有考訂古經的癖好，所強調者卻在於今文學理論。龔、魏二

人皆期以經典論政的途徑光大西漢今文學的致用精神，並做

為倡導社會改革的理論基礎。 

斯時，鴉片之禍遍及中國，龔、魏和林則徐等人常憂憤

議政，學界亦多留意及邊事和地理學，特別是邊疆和西洋諸

國地志等，如龔自珍精於西北地理，其《蒙古圖志》（未成）

有圖、表、志，他在國史館時亦曾上書總裁，論西北塞外部

落源流、山川形勢，訂《一統志》疏漏，並主張西域建省，

撰有〈蒙古水地志〉、〈蒙古臺卡志〉、〈青海志〉、〈蒙

古聲類表〉、〈蒙古字類表〉、〈蒙古氏族表〉……等；18另

外如徐松（1781-1848）亦有《新疆識略》、《西域水道記》、

《新疆賦》，梁廷枏（1796-1861）也有《海國四說》等。

因此龔、魏之論學：龔自珍雖曾從受公羊學於劉逢祿，但他

和劉氏區別「經╱史」而尊《公羊》、黜《左傳》的學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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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不同；他主要是接受「三世」說做為更法變制主張的理論

基礎，是通過「援經議政」以發揮《春秋》微言於時政操作

上，而不是如劉逢祿在經論或治經方法上區別今、古文經。

因此其春秋學摒棄經史之爭和今古文之爭；其於公羊思想之

發揚，也不是如常州學派之強調公羊解經義例，而是落實實

踐孔子所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故他以公羊「變易」

哲學對腐朽的專制制度進行抨擊，借重公羊學以譏刺時政，

並推「三世」進化觀於《五經》大義及治道上。至於魏源，

則其中心思想亦是經世理想下「以經術作政論」的變革思

想。他既以《詩古微》、《書古微》樹立起今文門戶意識，

又通過《默觚》之藉《詩》諫世以針砭時弊，發揮《詩》義

於時政上。他嘗先後為賀長齡、陶澍（1778-1839）、林則

徐、陳鑾（1786-1839）、裕謙、李星沅……等人之幕僚，

不但目睹了許多官僚弊政，也有機會直接接觸社會中下階層

的生計問題，在漕糧、海運、鹽務、幣制、河工等實務方面，

有實際參與及獻謀策劃的機會；尤其鴉片戰爭（道光 20 年，

1840）開啟了他望向世界和感受亡國危機的窗口，憂患意識

和經世理想使他突破了儒學傳統視野，而發揮史學識見和治

史長才，並撰作清代軍事史的《聖武記》、鴉片戰爭史的《夷

艘入寇記》、世界史地的《海國圖志》以及邊疆史的《元代

西北疆域沿革考》、《北印度以外疆域考》……等；他所提

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響亮口號，更成為後來洋務運動的

先驅理論、思想根源。要之，晚清藉今文學以促成變法維新

的改革思想，溯自嘉道間龔、魏「援經議政」之以微言大義

說群經暨其融入社會範疇的今文學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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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乾、嘉、道的今文學發展 

清代今、古文學的盛衰嬗遞是反映清代學風變遷的重要

線索，而清代今文學興盛是從乾嘉伏流的公羊學復盛、到晚

清主流的今文學全面興盛，是由論學到論政而影響晚清維新

變法並牽動政局變化的。以下即緣此線索，分就乾嘉時期以

常州學派為中心的公羊學發展，以及嘉道間龔、魏「援經議

政」所代表的今文學興盛，展開對清代今文學的論述。 

（一）闡發經典微言的常州學派 

從乾嘉考據學極盛到嘉道經世思潮再起，居間過渡並穿

針引線的常州學派及其對於公羊微言的闡發，是影響晚清學

術發展的重要關鍵；以常州莊存與暨其親族如劉逢祿、宋翔

鳳以及門人孔廣森等為中心的公羊學復盛，是帶動晚清今文

學大盛的前驅性發展。惟斯時儒者的關懷重心仍在經學旨

趣，殊別於晚清政治發用之以經議政。 

1.  

莊存與久處禁近，他通籍後在上書房授成親王經史十餘

年，所著多為宮中授讀講義；他在欲對君主陳善匡失的教化

目標下，另外還撰作了同樣用以闡發王道思想和微言大義的

《周官記》、《周官說》、《毛詩說》、《尚書說》、《尚

書既見》、《易說》、《四書說》等群經說解，其孫綬甲於

道光 7 年刻為《味經齋遺書》，其中相當多數屬於古文範疇。

他並推重在當時幾已成為定論的偽古文《尚書》，蓋古文真

偽問題並非其所關懷，其所關懷者在於經書蘊涵的聖王理

想，故他說「自分文析字，繁言碎辭，日以益滋，聖人大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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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存若亡。」19他批判章句小儒不足以言聖王之道。因此阮

元說他「不專專為漢宋箋注之學，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于語

言文字之外。」20身為莊存與外孫並樹起常州學派今文學旗

幟的劉逢祿，也未將清代今文學的萌蘗溯源於莊存與，劉氏

認為孔廣森才是清代公羊學的肇始。21故莊氏論學及其擇就

《公羊傳》以為立言寄託，不是出於「經典價值」之爭，不

是今、古文對立意識下的欲立今文門戶；而是在方法論上，

認為「分文析字」不能闡發經典微言。以此，常州學派後來

儘管融入考據方法論，但其欲結合心術、治道與經道的根本

精神，其欲扭轉考據派「由詞通道」之於名物訓詁側重，實

與專門漢學有別；他們借重經術制藝，主要是認為聖王微言

寄託在經文中，非聲音訓詁所能得之，既是在治經法上、也

是在「經學價值」上之與考據派立異。 

溯自惠棟推崇漢代經師經注而標舉「漢學」典範後，22乾

嘉學風在一片「崇實黜虛」的回歸經典聲中，信古訓、尚家

法、由音聲訓詁以通經義的「考據治經」進路已經成為主流。

在惠棟的「經之義存乎訓」強調下，時儒多從事於輯佚漢儒

古訓，重視「經、義、訓」之內在聯繫與一貫性，並推尊兩

漢經師賈逵（30-101）、馬融（79-166）、服虔（？-188）、

鄭玄等經說古義；惠氏春秋學也以「古義」治「三傳」，除

撰作針砭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的《春秋左傳補注》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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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經古義》中還有堪稱清代復興公羊學與穀梁學先驅的

〈公羊古義〉和〈穀梁古義〉，亦皆擺脫歷來治《公》、《穀》

的書法義例門徑，依漢儒舊注和「識字審音」的訓詁原則校

釋典章制度，而未謹遵何休、范甯之說。然而如此突出章句

訓詁與名物度數的治經模式，正是莊存與所不能認同的──

莊氏《春秋正辭》強調《春秋》是孔子筆削之書、約文以示

義者，是為萬世制法的經世之書而非記事之史，無須為經中

史事一一索引，而應該探求微言大義，故莊氏著作多為「論」

經的講章形式而非「注」經；其所用以發揚《春秋》精神的

《春秋正辭》，主要並不在抱持今文家法或立場，而在以「論

經」闡發微言的模式殊別於主流範式的小學訓詁法。如此

一來，遂使《春秋》由史學性格轉向義理性格，春秋學亦

由側重經注經義轉向探求微言；莊氏之論經形式，則可以

視為乾嘉間有別於漢儒古訓和考釋禮制路徑的另一種經解

模式。 

在莊氏主張「《春秋》非記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

的微言強調下，23其《春秋正辭》雖然面對《春秋》發言，

其釋義則多借重公羊義法；蓋莊氏認為《春秋》是「以辭成

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者，因此「觀其辭，

必以聖人之心存之。」然而聖人之心為何？斯即「史不能究，

游夏不能主」者，其《春秋要指》亦說以「善說《春秋》者，

止諸至聖之法而已矣。」24他認為孔子正是藉「至聖之法」

以存其心；至於其法為何？則莊氏又據孔子之言：「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我欲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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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5故《春秋正辭》即

通過「屬辭比事」之「條列其目，屬比其詞」，26歸納《春

秋》記事之事類，在異同繁殺間因其端而發其微，以此進求

孔子藉「載之行事」所闡明的《春秋》之「義」。此即莊氏

不滿於考據派「守文持論」的訓詁治經路數，謂以昧於聖人

大訓，因此他另遵屬辭比事法以求微言大義，既是對清儒在

學術史上具有突出成就的條例歸納法之運用，一如淩廷堪之

歸納《禮》例、焦循之歸納《易》例；同時也即是莊氏所

擅長的、以「論」經為經說的形式，亦朱珪之謂「說經之

文」。27 

惟《春秋正辭》雖係直接面對《春秋》發言，其旨趣則

在於歸納義例事類並逐一發微經義，是將孔子記事分別門類

後，再就各項事類逐條論述《春秋》記事之微旨；而非如《公

羊傳》總論孔子撰作《春秋》之書法義例、亦非如焦循之提

煉易學理例。莊氏之總論《春秋》書法義例者，多見於《春

秋要指》，如曰：「《春秋》詳內畧外，詳尊畧卑，詳重畧

輕，詳近畧遠、詳大畧小，詳變畧常，詳正畧否。」「《春

秋》之辭，文有不再襲，事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

以類索其別，文若可貫，以貫異其條」，28其篇幅僅一卷。

另外他又嘗書為《春秋舉例》一卷，書中列舉《公羊傳》十

例而為之申說，如以事例闡明《公羊傳》之謂「《春秋》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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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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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春秋正辭》全書十一卷總

計分成「奉天辭、天子辭、內辭（上、中、下）、二伯（霸）

辭、諸夏辭、外辭、禁暴辭、誅亂辭、傳疑辭」等類別。以

〈奉天辭〉為例：「奉天」者復分為十義，曰「建五始、宗

文王、大一統、通三統、備四時、正日月、審天命廢興、察

五行祥異、張三世、俟後聖。」莊存與在屬比《春秋》全經

之紀事後，便依上述門類劃分，在各項類下分別列敍《春秋》

所書事，並加以申說他所體會的經典微言和傳注大義，其中

多有發揮公羊之義者。書如：〈草妖華孽〉項下列敘《春秋‧

莊公十七年》「冬多麋」一事，莊氏說以「公羊子曰『何以

書？記異也。』劉向以為莊公將取齊女，其象先見天戒，若

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公不寤，幾亡社稷。」他引述劉

向說法，以說麋之為言「迷」也，象魯爲鄭瞻所迷之意，他

以為這正是孔子書是年「冬多麋」的隱微寓意。又如〈金沴

木〉項下《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事，莊

氏亦借言何休，曰：「何休以為猛朝更起，與王爭入。晉陵

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弑僚，滅徐，故地為

再動。」29又，〈毛蟲之孽〉項下《春秋‧哀公十二年》孔

子書「冬十有二月，螽」一事，莊氏復借《前漢書》董仲舒

語以表述一己對於「災異之變」和天道、人情的密切聯繫看

法。他以董子代言，道： 

董仲舒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

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

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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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

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30 

於此可以略見莊氏《春秋正辭》頗認同董仲舒、劉向和

何休等人理論的立場；同時莊氏對於災異符應所抱持的摭取

與信守態度，亦其所以被認為是清代今文學意識萌芽的一個

重要因素，即其經說多祖述公羊譴告之說。 

莊存與因強調《春秋》微旨而有取於《公羊傳》及董仲

舒、何休等今文家言，其與長期來儒者側重《左傳》記事的

傳統頗有殊別。《公羊傳》主要乃以平衡王臣上下關係、實

施內外一統為要義，體現了《春秋》居正統、嚴華夷、別內

外、復國仇、明經權等大義；然自西漢以來，公羊學在董仲

舒《春秋繁露》以天人宇宙論圖式為出發而發揮天人同構之

義理模式下，藉陰陽讖緯、災異譴告以議政言事的風氣盛極

一時；何休又體現公羊家的變動歷史觀，自總結以往歷史的

高度說「變」，概括出歷史發展由亂而治的進化史觀，以《春

秋公羊解詁》在東漢古文經興盛的大勢中總結公羊家法，發

揮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而力守今文矩矱。因此古文家

認為離奇無稽的「張三世」、「通三統」和「絀周王魯」、

「受命改制」等異義之論，正是公羊家所倚為闡發變易進化

歷史哲學的經典依據及理論基礎──若此一類的公羊之

「義」，即是突出《春秋》「重義不重事」的莊存與所肯定

的經教價值，亦其思想體系所強調的政治教化功能。31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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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氏說經對於後來的今文學派利用附會經義、臆斷史事以議

政干政，從方法論上開闢了一條可行的路徑；而他對於以天

道臨君主的「大一統」、強調王權更化的「通三統」、以災

異符瑞制約王權……等討論，也為晚清今文學家以公羊大義

附會歷史的運動開闢了想像空間，為康有為等人之發議論、

干時政、主變法，提供了可利用的思想芽蘗。 

2.  

在清代公羊學復興中，繼莊存與後起的，尚有一相當值

得注意之人物：曲阜孔廣森。他是孔子第 68 代孫，襲封衍

聖公，他和常州學派關係密切，曾經師事莊存與；劉逢祿、

宋翔鳳都亟推尊之，目為清代今文學之萌芽。對於也曾經師

事著名考據家戴震的孔廣森，或亦可以自常州學術氛圍的角

度來看待其公羊學。 

孔廣森撰有針對《公羊傳》發言的《春秋公羊通義》，

亦清代今文學先驅之一；他運用訓詁傳注的方式來闡發公羊

微言，並參酌《左傳》、《穀梁傳》以校訂文字、審音釋義。

但由於公羊學自東漢以來沉寂千年，其間雖有唐徐彥為之疏

注，大抵仍循何休義例而少有發明，是以治公羊學者捨何休

《春秋公羊解詁》而無由；以此，孔氏《公羊通義》仍據何

休《解詁》為底本，不過他對何休有幾達十之四五的補苴與

詮訂。頗為特殊的是，孔廣森係依訓詁考證路數，對《公羊

傳》採取隨文夾注的訓釋傳文方式，其「由傳通經」地以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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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傳文來考求聖人本旨大義，有別於後來的公羊學主流，也

與晚清突出政治目的、變易哲學的「通三統╱張三世╱異

內外」等微言進路迥然而異。因此阮元序〈儒林傳〉稱他

「專家孤學」，32而他在晚清今文潮流中也往往被摒除於公

羊主流外，皮錫瑞說他「雖有篳路藍縷之功，不無買櫝還

珠之憾。」33亦有學者稱其「陷入誤區」，「抹殺今、古文

界限。」34然「公羊學」未嘗以「何休學」為限；孔廣森志

在由傳通聖，其所服膺者唯孔、孟與《公羊傳》而已，凡悖

於孔孟之旨、或未能考實於本傳者皆在其所斥絕，且夫乾嘉

學風和晚清「尊今黜古」之政治與社會改革思潮本自殊異，

乾嘉儒者既未拘守今文家法、亦無晚清般今文學意識，學者

不宜以一尊之見或後來的主流發展繩之，亦不宜以歸納文例

做為公羊學者詮釋《春秋》大義的唯一途徑。 

而相對於今文家突出孔廣森公羊學的態度，乾嘉漢學陣

營則多以考據學者劃歸孔氏，學界歷來也多稱述孔氏古韻分

部的貢獻。譬如江藩（1761-1831）傳述清儒而遵東漢賈、

服、許、鄭進路的《國朝漢學師承記》，書稱孔氏「受經於

東原氏，為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但僅說他「深於戴氏之

學，故能義探其原，言則於古也。」35反之，對於他和常州

學派莊存與等人的密切關係，及其自述「座主莊侍郎為廣森

說此經，……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且與古

文學異趣地認為公羊精義殊勝《左》、《穀》，曰：「《左

氏》馳騁於文辨，《穀梁》圈囿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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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惟公羊子乎！」36江藩則

皆未有論及。故有關孔氏公羊學，實不宜自狹義的今、古文

意識或今、古文之爭來看待，也不宜將之任意劃歸一方，祇

能說他和莊存與都是清代今文學意識的肇始源頭。 

孔廣森和後來公羊學主流的最主要差異，在其《公羊通

義》對「三科九旨」的說法不同上。「三科九旨」一詞最早

出現於徐彥《公羊義疏》──徐疏言何休《春秋文諡例》（佚）

嘗有「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所見異辭、所聞異

辭、所傳聞異辭╱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的「三

科九旨」之說；但其時還另有宋衷注緯書《春秋說》的「存

三統╱張三世╱異外內」為「三科」，而「時、月、日╱王、

天王、天子╱譏、貶、絕」為「九旨」之不同說法。此中，

何休「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係出董仲舒《春秋

繁露》論「文質嬗遞」、「三王之道若循環」的「三統」循

環觀；37以三世遠近比附「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則與「內其國而外諸夏、

內諸夏而外夷狄」同出《公羊傳》傳文。又，宋氏「三科」

與何休相應，但「九旨」說異──何休「九旨」寓於「三科」

中，「三科、九旨」同一所指，謂三科段內寓有九意；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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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九旨」則所指不同。38惟孔廣森反對何休之說，

他認同《春秋》假天子之事，但是反對何休「黜周、王魯」

之云。他認為何休雖變化董仲舒的「王魯」說，然董子乃就

新朝之應天改制而言，39絕異於何休「王魯」之「託隱公以

為始受命王。」他說孔子「未嘗尊魯為王，黜周為公侯。」

他批判何休鑿空說經而承訛率臆，謂何休所言「皆絕不見本

傳，重自誣其師」，「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

疾病者也。」40故孔廣森一方面受宋氏注影響，同時亦立足

在董子所言「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

參之於古，考之於今」，而另說以「《春秋》之為書也，上

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41並自立「天道：時、

月、日╱王法：譏、貶、絕╱人情：尊、親、賢」之「三科

九旨」說法。42於是公羊家藉以宣傳變法的「通三統」改制

之說，遂被孔廣森改為「建子、建丑、建寅」的三種曆法循

環演變，以彰顯《春秋》義例「繫時、繫月、繫日，繁殺之

不相襲」之皆寓裁斷書法，而對「尊、親、賢」的諱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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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寓有褒貶大義在其中。 

孔說「三科九旨」主要是以突出道德價值、建立社會秩

序典範來發微孔子的褒貶大義；他之推重《春秋》是「經學」

而非「史學」，即他所持《春秋》價值在「義」而不在「事」

的原因，就在他認為孔子是通過「九旨」之繫時、繫月、繫

日等屬於「天道」範疇以及對「尊、親、賢」諱筆等屬於「人

情」範疇的諸多書法義例，來寄託「譏、貶、絕」之「王法」

褒貶裁斷。所以「三科」賴於「九旨」完成；《春秋》大義

對「天道」、「王法」和「人情」的具體表現，就在藉以實

現王化的「譏、貶、絕」等書法上，故孔廣森曰「撥亂之術，

譏與貶、絕，備矣！」43以此，孔廣森亟強調孔子記事之繁

殺有別，如書日或不日、月或不月，認為皆寓褒貶深義，

曰「其明析有不啻若史傳之論贊者。」他並指出「史之所

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

其疑」，44所以欲求《春秋》大義，還要從「事同辭異」處

下手，而不僅僅只是歸納相同之文辭，在經文「凡例」之外，

還要進求「或達於經、或達於變」之「事同辭異」者。如《春

秋．宣公五年》：「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

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45於此可

知孔子「不日」之書法寓有「王法」之誅絕義在。是以孔廣

森繼承董仲舒「《春秋》無達辭」、「《春秋》無通辭，從

變而移」、「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之云，46亦謂《春

秋》文隨事變，「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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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藴，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

也。』此之謂也。」47以此，孔氏並未遵信何休歸納文例的

解經途徑並多稱引董說。至於《春秋》諱筆──《公羊傳》

曰：「《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48則他

亦指出此中深寓孔子兼顧人情與道德教化的雙重考量。曰： 

「為尊者諱」，諱所屈也，內不言敗、盟大夫不稱公

之類是也；「為親者諱」，諱所痛也，弒而曰薨、奔

而曰孫之類是也；「為賢者諱」，諱所過也。諱與譏

之為用一也，其事在譏之限，其人在尊、親、賢者之

科，然後從而諱之。……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

沒實。49 

孔廣森論《春秋》固然基於對尊尊、親親、賢賢的人情

重視而有「諱筆」運用；但在「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

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之外，他更指出孔

子寄託於諱筆的微旨，實際上在於「諱與譏之為用一也。」

即《春秋》儘管存在對尊、親、賢「不敢譏」、「不可譏」

與「不忍譏」的諱筆情形，但諱筆的運用並不在於隱過──

「惡如可諱，何以癉惡？」而在於「爰變其文而為之諱，諱

猶譏也。」故《春秋》諱筆正是「假諱而立義」者。50因此

孔廣森言「《春秋》之諱，必使文不沒實」，運用諱筆的目

的仍然在於譏刺。於此可知孔廣森意在彰顯孔子強調道德價

值與社會秩序的教化意義。 

孔廣森和樹起清代今文學旗幟的劉逢祿等主流公羊學

                                                   
47  691 3  
48  9 114  
49  682 2  
50  69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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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異，除《春秋公羊通義》所採取的注經體形式外，主要

在其公羊學並未定趨於何休說解。孔廣森係直接面對《公羊

傳》傳文發言，其「由傳通經」之由傳注上溯《春秋》所獲

得的微言大義，頗殊異於何休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因

此發揚「何休學」的劉逢祿曾批評孔廣森強調天道、人情與

道德價值的「三科九旨」，謂「如是則《公羊》與《穀梁》

奚異？奚大義之與有？」51此外，其於《左傳》的兼取態度，

也頗與樹立門戶的今文學者有間──雖然孔氏也曾說「《左

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

羊傳》尤不可廢。」52但他對於《左》、《穀》有取有辨，

仍時有採納以闡明經義，故與篤守公羊的劉逢祿等亦復有

別。不過孔廣森所標舉的「《春秋》重義」之說──「經主

義，史主事；事故繁，義故文少而用廣。世俗莫知求《春秋》

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似左氏記事之標目，

名存而實亡矣」，53則對清代今文家貶《左傳》為史而謂以

非《春秋》經傳，具有啟發作用。另外，由於孔氏認為「公

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者，而「孟子最善言《春秋》」，54故

他往往又以公羊義例說他經；雖然孔氏 35 歲早逝而未及推

擴此一「經典釋義公羊化」的意旨，但斯義為劉逢祿、宋翔

鳳繼承並推至他經之釋義上，有《論語述何》、《論語說義》

等，晚清更衍成從《論語》釋義公羊化開始，漸至《五經》

及子學釋義公羊化的學術風氣。要之，孔廣森公羊學以審音

釋義、校訂文字、集解眾說的方式説《公羊傳》並糾謬何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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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界長期獨尊何休解詁之外，呈現出另一種公羊學的面

目，同時亦可見乾嘉公羊學發展並未如晚清之定於一尊。 

3.  

繼莊存與而起的常州學者，劉逢祿堪稱支柱。其春秋學

乃以何休義法說《公羊傳》、以《公羊傳》說《春秋》。他

上承董、何，下開龔、魏。清代公羊學在劉逢祿之前，雖然

已有莊存與《春秋正辭》和孔廣森《公羊通義》等，但是直

至標舉「何休學」的劉逢祿出，公羊學局面始為之一變，自

後直至晚清，公羊學皆以何休說解為學界主流價值。 

劉逢祿是莊存與的外孫，嘗問業於其舅莊述祖，述祖稱

以「劉甥可師。」其相關著述，除為清代公羊學奠基的《春

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外，還有《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箴

膏肓評》、《發墨守評》、《穀梁癈疾申何》、《左氏春秋

考證》、《論語述何》等。劉逢祿使得沉寂近兩千年的公羊

學再次繁榮，他除確立自後春秋學以何休公羊義法為主流的

發展方向外，並將公羊大義擴展到群經，開啟了晚清的今、

古文之爭，在奠定常州公羊學學術地位之餘，也為近代維新

變法備妥了理論武器；他將常州學派推向在清代今文學發展

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對於晚清學術和政治皆有重要影響。 

有關「三傳」，自司馬遷、桓譚、劉知幾、啖助諸家以

來，皆推崇《左傳》和《春秋》的「相互表裏」關係，《四

庫全書總目》也強調治《春秋》當據《左氏》記事，否則

「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射

覆矣。」55然而劉逢祿卻對公羊學有著天生的愛好，嘗曰：

「余年十二，讀《左氏春秋》，疑其書法是非多失大義，繼

                                                   
55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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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公羊》及董子書，乃恍然於《春秋》非記事之書，不必

待《左氏》而明。」56至於公羊，則他「善董生、何氏之書，

若合符節」，自言：「余自童子時癖嗜二君之書，若出天性。」
57因此他雖推孔廣森為清代公羊學肇始，但卻與之批判何休

「三科九旨」迥異其趨。他在「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乾

嘉考據學風中，撰作《左氏春秋考證》和《箴膏肓評》以批

駁《左傳》暨劉歆造偽，復以《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歸納

何休義例；何休春秋學係面對《春秋》和《公羊傳》發言，

劉逢祿則面對何休說解發言，其代表作《春秋公羊經何氏釋

例》正是依何休「三科九旨」以為微言大義準據。 

劉逢祿一方面認為夫子所傳述《詩》、《書》、《禮》、

《樂》等，乃「文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惟獨《春

秋》之「筆則筆，削則削」，才是孔子自陳「莫我知也」以

及「知我者其惟《春秋》」的原因，58孔子即以此「不可顯

言」者屬之子夏，後經口授公羊氏以及公羊五世傳經而著為

竹帛，所以《公羊傳》就是孔子微言之所寄；另方面則他反

對《左傳》傳經之説，他說《左傳》是記事之作，是「良史

之材，博聞多識，未嘗求坿於《春秋》之義。」至其冒曰

                                                   
56  19 1294 1

129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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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傳》之附稱經傳，則是「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

者矣。」59是為「後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蹟，強以為傳《春

秋》。」故他將《左傳》和《春秋》加以切割，稱之以《左

氏春秋》，曰：「《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

春秋》。」主張「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

之《左氏》。」60他則以傳承公羊絕學自期，並曾賦詩「經

神絕業如相待，一瓣心香奉董、何。」61只不過何休固然以

《春秋公羊解詁》集成公羊義例並建構起公羊學理論體系，

但《解詁》之作乃採取隨文夾注的傳統「注經體」方式，義

例皆散見於注文中，而後世對何休說解也並無系統論著，加

上何休的《春秋文諡例》又已失傳，所以劉逢祿欲以清儒所

擅長的「釋例」法提挈綱領何休條例，亦如淩廷堪之以《禮

經釋例》歸納《儀禮》禮例，他說：「經之可以條例求者，

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

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62所以他秉《公

羊傳》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精神，而其所

著《何氏釋例》亦成為清代運用釋例法說經的重要著作。在

常州學派的推波下，《春秋》遂由重考據的史學性格，轉為

重經世的今文性格和義理性格了。 

至於何休「三科九旨」中最為人詬病的「以《春秋》當

新王」之「王魯」說──如孔廣森便強烈反對，則劉逢祿另

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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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受命制作，以為託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

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

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魯？曰：

因魯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惟魯為近，

故據以為京師，張治本也。63 

上說對「王魯」的詮釋，認為只是孔子做為一種張法的

工具罷了，既非史實亦非孔子真欲以魯繼周；「王魯」祇如

「薪蒸」──「《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皆薪蒸

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于火之德也。」64故「王魯」

一說雖為《春秋》所借用，卻祇如用以宣火之明的薪柴般，

《春秋》之義才是「火之德」、「火之明」，即「王心」所

寄、孔子所欲傳諸後世而為萬世制法者。後來撰作《公羊義

疏》的陳立（1809-1869）即繼承斯義以及包慎言的「筌蹄」

之喻，65主張《春秋》十二公只是做為「假事以託義，得其

義則事可略」的筌蹄，實則《春秋》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

乃孔子「假魯以張治本，非隱真為受命王也。」所以他批判

杜預、范甯「以孔子之《春秋》牽泥於魯之《春秋》，以故

動輒荊棘」，是不識七十子微言大義，復不知《春秋》、《孟

子》者。66如此一來，「王魯」之說不但被清代公羊學者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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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理與合法化，劉逢祿也確立了以《春秋》做為「五經之

筦鑰」67的諸經最高指導地位。 

劉逢祿以《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一書樹立起清代今文

學旗幟，其思想主要就是圍繞著何休「三科九旨」以展開一

己之理論建構。他依《春秋》「屬辭比事」之教，將何休《春

秋公羊解詁》所有因夾注在《公羊傳》傳文下，分散在全書

各處的闡釋孔子微言之義例，皆加以歸納分類。全書依義例

類別而區分為：張三世、通三統、內外、時月日、名、褒、

譏、貶、誅絕、律意輕重、王魯、建始、不書、諱、朝聘會

盟、崩薨卒葬、公終始、娶歸終始、致公、大夫卒、侵伐戰

圍入滅取邑、地、郊禘、闕疑、主書、災異等總共二十六例，

並立〈大國卒葬表〉、〈小國進黜表〉、〈秦楚吳進黜表〉、

〈公大夫世系表〉等四表。劉氏在每例中，皆先之以《春秋》

經、傳，然後是何休解詁，最後殿以一己所釋。 

劉逢祿除撰為《何氏釋例》外，他又認為魯《論》諸子

亦皆曾經與聞《春秋》微言大義，即「子游、子思、孟子著

其綱」者，68而且「《論語》總六經之大義，闡《春秋》之

微言，固非安國、康成治古文者所能盡。」69所以他又撰作

《論語述何》，以推擴《春秋》微言於《論語》釋義。如其

闡釋《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

仁之本與」，即曰：「本立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

矣！堯舜之行，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二經相表裏也。」他正是以《春秋》載筆始於魯隱

公元年、終於魯哀公 14 年之「西狩獲麟」，以說儒家仁道

備述於孔子記事中。又如他解釋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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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突出強調公羊家「三科九旨」核心命義的「以《春秋》當

新王」，說以「謂受命制作，垂教萬世。《書》曰『文王受

命惟中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他除引述

孔子自承肩負文王既沒以後的文化重責，對於孔子之「五十

而知天命」，更取義文王受命嗣位在四七歲中身之時，70以

說孔子五十受天命，年與之亦相若。尤其他據何休「通三統」

之義以說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曰： 

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

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也。 

其欲光大何休「以《春秋》當新王」之意，極為昭然。

而除了「三統」說外，劉逢祿對於「三世」說也多所推擴，

如《論語》孔子回答子張「學干祿」，有曰「多見闕殆」，

他亦以「張三世」做為詮釋的內在理路，曰： 

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

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71 

劉逢祿取《公羊傳》「為尊者諱」之書法義例，以「所

見世」釋「見」，並以《春秋》微辭說「闕」，是其以公羊

「三世」說做為《論語》的義理模式與思想框架，以《春秋》

諱筆之「諱尊」及「避害」思想做為《論語》子曰「多見闕

殆」之微旨。而其書名亦已表明，欲藉何休說解以溝通《春

秋》、《論語》二經，故類似上說者，《論語述何》比比皆

是，可以備為清代經典詮釋之一家言，亦可以反映清代蔚起

的今文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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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劉逢祿貶斥古文經學晚出，去孔聖遠，既無師說

又不明大義；他不滿鄭玄在《禮》之外，其餘各經皆採取古

文經說，使得今文經學長期見棄。故他從批判劉歆造偽《左

傳》開始，復接續千年前的何休與鄭玄爭論，繼何休撰作肯

定公羊獨傳《春秋》的《公羊墨守》，以及批評《左》、《穀》

的《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則入室操戈地另撰《發

墨守》、《箴膏肓》、《起廢疾》之後，他又撰為《發墨守

評》和《箴膏肓評》、《穀梁癈疾申何》，以駁斥鄭說。不

過劉逢祿在極力闡揚何休公羊學之餘，也有學者指出，他其

實對何休也有若干駁正，而對《穀梁傳》和《左傳》也是間

有所取的。72另外，對於古文經學重要典籍的《周禮》，劉

逢祿亦如清初辨偽名家萬斯大《周官辨非》之否定《周禮》

經典性質，謂以「《周官》、《左氏》同出劉歆」，故稱為

《周官》，且說以「戰國陰謀瀆亂不驗之書。」73而在劉逢

祿以公羊學統攝群經，倡論「不明《春秋》，不可與言五經；

《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74以及一連串非《左傳》、

貶《周禮》、斥劉歆和鄭玄的非難中，樹立門戶的清代今、

古文之爭被開啟了，並影響及古文經學權威地位逐漸動搖，

反之，晚清今文經學則蓬勃興盛。故梁啟超認為劉逢祿是晚

清今文學蔚起的關鍵，曰：「自劉書出而《左傳》真偽成問

題，自魏書出而《毛詩》真偽成問題，自邵書出而逸《禮》

真偽成問題。……初時諸家不過各取一書為局部的研究而

已，既而尋其系統。……於是將兩漢今、古文之全案重提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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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則康有為其人也。」75劉逢祿對於晚清之學術影響可謂

甚鉅。 

4.  

常州學派另一健將：宋翔鳳，他和劉逢祿同為莊存與外

孫，其舅氏莊述祖嘗稱「宋甥可友」。宋翔鳳在繼承外家之

莊氏學外，也與當代考據學者如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父

子、孫星衍、阮元等人遊，而他所出身的長洲縣又隸屬於考

據學大本營蘇州府，所以他在隨母親歸寧常州從學述祖以

前，正是從考據學入手的。因此宋氏固然是常州今文學營壘

中人，但他同時也精擅小學而重視考據，他並且有意地將常

州經說融入考據學語境中，企圖整合東漢名物度數和西漢

微言大義。76除張之洞《書目答問》將之劃歸為漢學家行列

外；77龔自珍初就學於外祖段玉裁時，亦出於對小學的重視

而亟引翔鳳為同志，歷二十年皆未變地稱他「樸學奇材」，

且曾賦詩「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78對之極

為傾倒。 

宋翔鳳從小學入門而又秉受外家莊氏之學，其學在表現

常州公羊學風外，還同時兼具考據派色彩，所著《小爾雅訓

纂》和《周易考異》皆訓詁校勘之作。雖然《小爾雅》是偽

書《孔叢子》之一篇，但畢竟是《爾雅》流別且成書年代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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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鄭玄注經，其中有不少漢人訓詁材料，故梁啟超稱《小爾

雅訓纂》「算是走偏鋒而能成家的。」79宋氏並無公羊學專

著，但其《大學古義說》、《論語說義》等對孔門義理及今

文學多所發揚；其晚年彙刻平生讀書札記的《過庭錄》，則

頗具樸學風格地考證了經、史、子以及詩文、天文地理、服

飾車制等三百餘條，他並以「樸學齋」名其書齋及文集。因

此未受今文學囿限的宋翔鳳，他在諸多繼承自表兄劉逢祿的

公羊學觀點之外，其所異於外家莊、劉之學者，正在寓今文

義法於樸學的特色，故他能夠反映從乾嘉考證學風轉趨晚清

今文學的部份學術變遷線索。 

就乾嘉考據學言，「訓詁明則義理明」的「由詞通道」

是其指導思想及理論基礎；立足在名物考證基礎以闡發公羊

義理的宋翔鳳，其由西漢進求聖人微言的路數，儘管和清儒

之意欲建構有別於理學「形上學」模式的戴震等人新義理學

異趨，但他亦不外於「由訓詁進求義理」一路，所以他也反

對宋明儒說經模式，主張讀書當問途北宋以前。其曰： 

不通於訓詁名物象數，即無以得聖賢立言之所在；不

熟於往古制度損益，即無以見斯世待治之所資。……

吾非敢與宋儒者之書背而馳也，將使知古今之說有如

是之不同也；亦非敢謂經傳之文可傳以私臆也，將使

知周秦兩漢之學皆孔孟之支裔也。80 

翔鳳指點名物訓詁、制度象數等是求得聖人立言的重要

路徑，他並以「古今之說不同」，說宋儒輕傳注而闡義理之

不足，顯見他重視訓詁考據的學術路數，迥然殊異於理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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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 1  



292      

 

風取向；其欲上復「周秦兩漢之學」的義理主張及微言闡發，

亦復殊異理學的形上學模式，故他終歸乎漢學流派，而不宜

如學界之或稱為宋學學風。81 

翔鳳春秋學的微言觀及其經說，主要是秉常州外家學並

繼承表兄劉逢祿的何休進路，接受後來成為公羊學主流的何

休說解，並依何休「三科九旨」的公羊學模式，以「孔子受

命之事顯然可知」的角度論群經。因此其在清代今文學發展

中的作用，是一種壯大今文學陣容的推擴作用，擴大了今文

家的說經陣地，而不是面對《春秋》或《公羊傳》文本發言。

他繼劉逢祿《論語述何》後，又以何休義法說《論語》，撰

為《論語說義》。他認為《論語》一書，「皆聖人微言之所

存」、「太平之治，素王之業備焉！」82因此他亟強調孔門

弟子傳述的《論語》與《春秋》間，其義能夠相貫通且互為

發明。其曰： 

仲尼沒而微言未絕，七十子喪而大義未乖，蓋其命意

備於傳記，千百世而不泯者，是固好學深思者之所任

也。 

先王既沒，明堂之政湮，太學之教廢，孝弟忠信不脩，

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備於《論語》。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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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鳳認為孔子以微言告弟子，七十子雖喪而其義已經備

載於傳記中，是以《論語》一書備具孔子《春秋》之微言。

即於《論語》之篇章次第安排，翔鳳也認為都寓有深意在。

如「〈學而〉、〈為政〉二篇，既明太學明堂之法，〈八佾〉

一篇，遂明宗廟之禮。」84故他既以《春秋》說《論語》，

復以《論語》證成《春秋》，亟致力於綰合二經。 

翔鳳論微言，或自義理角度之子貢言「不可得而聞」的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而指《易》、《春秋》、《論語》

是「微言」；《詩》、《書》、《禮》、《樂》是「大義」。

此其據〈孔子世家〉謂孔子晚而喜《易》，和〈天官書〉之

「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

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以及《漢書．李尋傳》贊曰「幽

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故

他說以「《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

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君子所謂仲尼微言，即

性與天道之言，求微言者在《論語》。」85惟在此說之外，

翔鳳又嘗因《漢書‧藝文志》有言：「昔仲尼沒而微言絕，

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也說：「經者常也，恆久而不已，

終古而不變，謂之曰常。故聖人之言曰微言，傳記所述曰

大義。」86據此則其意或亦以為經書是「微言」，說解經書

的傳注和今古文家法等是「大義」。 

要之，翔鳳以為《春秋》、《論語》皆孔子微言所寄，

而孔子又嘗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予欲無言」，所以他說斯即孔子「自明微言之所

                                                   
84 3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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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7他將孔子的「無言」和所「罕言」皆附會為微言，

雖然不免主觀臆測而未必服人；但他循何休公羊義法的《春

秋》之義以說《論語》，則其路數顯然可見。故如孔子說「人

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翔鳳即指實地說是

針對文公而發。其曰： 

《春秋》家以隱、桓、莊、閔、僖為所傳聞之世，見

治起衰亂。然僖公世當桓、文之霸，王政猶明、制度

猶在，大夫不敢僭，四裔不敢陵；至文公之世，霸迹

已微，文公先壞喪祭宗廟之禮，……文公敢薄先王之

制，敢亂繼統之法，荒謬惑亂而為君，是之謂「不仁」。

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蓋

為文公言之也。季氏於是時出而僭天子之禮樂，所謂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者，由季文子始而起於文公之

世，《論語》顯斥季氏而深沒文公，是《春秋》之微

言也。88 

翔鳳立足在公羊「三世說」之隱、桓、莊、閔、僖為「所

傳聞世」，文、宣、成、襄為「所聞世」之基礎，論以儘管

僖公處在衰亂世，但賴於齊桓、晉文之霸，宗廟之法猶得以

維持；至於文公則「以親親害尊尊」──他因僖公為閔公之

庶兄，而「先禰後祖」、「失先後之義」地置僖公於閔公上，

故「魯自文公始亂宗廟之法，其失禮鬼神尤重。」翔鳳並借

穀梁子譏斥「文無天」之語，以說文公逆祀之「既無天無祖，

則安能有仁？」惟於此，他係認為「文無天」之語「當是七

十子所傳，而穀梁子述之」，89此一內在思路正是基於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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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論語》能夠彰顯《春秋》微言的指導思想，是以其《論

語說義》多以弟子所記之《論語》比附孔子之《春秋》記事；

然其所臆測是否能孚學界共識？則仍有疑義。 

此外，《論語說義》又以公羊家的「三統」、「三世」

及「文質嬗遞」說結合孔子之禮論，以做為「禮不可以空言

治」之見諸行事具體內容。其曰： 

商家主質，質之過，流為貴賤無等；周家主文，文之

過，流為以下僭上。由於孝弟忠信之不明，相與舍本

崇末，以致有流失敗壞，如魯君臣之事。是必知禮之

本，則能通文質之變以救世運，是禮不可以空言治

也。〈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

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蓋忠信起於孝弟，孝弟為仁之本，故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禮去奢而觀儉，則忠信之道

存，喪去易而觀戚，則孝弟之心出，斯為禮之本；而

後主文主質，可以變通而無弊。90 

翔鳳以公羊家論「文質嬗遞」之「通文質之變以救世

運」，以說禮之「不可以空言治」，並認為孔子正是「因乎

世運而斟酌損益，以成《春秋》『去文從質』之禮。」然而

要如何才能通文質之變？則他又結合《禮記．禮器》之「有

本、有文」以說禮，認為禮治須以孝弟忠信為禮之本，如此

始為「知禮」，故能去奢觀儉、去易觀戚，使既不致流於「貴

賤無等」的「質之過」，又不致流於「以下僭上」的「文之

過」，於此顯見他以公羊說《論語》的模式。惟斯義若能成

立，何以《論語》一書絕未有公羊家從質之云？則翔鳳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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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竟《論語》二十篇皆言仁、言孝弟、言忠信，而不言從

質」者，蓋「言儉言戚，以見孝弟忠信之實；主文主質，皆

莫能外此也。」91他認為孔子以言儉言戚說孝弟忠信等「禮

之本」，已足以涵蓋文質嬗遞而變通無弊了。 

再者，《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子答以「殷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

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對此，宋翔鳳更明說斯即孔子

闡明「通三統」之義。其曰： 

此明「通三統」之義，故舉夏、殷、周而不及虞。……

其或繼周者，孔子之《春秋》也，故成《春秋》之法，

而不合於周禮；禮，今文家所傳具在。惟知禮而後可

以作《春秋》，以為後世有天下者之則，故聖人所以

為百世之師也。92 

若此之類皆可以見翔鳳說《論語》而發揮何休「以《春

秋》當新王」之公羊義法。他認為孔子所言「其或繼周者」，

正是表現為「黜周、王魯」的《春秋》之法，故他說《春秋》

法式與周禮不合，而其禮則由今文家所獨傳。 

至於翔鳳對待古文家尊奉的《左傳》態度，其立場固然

據西漢太常博士言「《左傳》為不傳《春秋》」，而亦主張

「求《春秋》之義則在《公羊》、《穀梁》兩家之學」；但

他也說：「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莫備於《左氏》，其人質

直有恥，孔子引與相同，故其書宜為良史，終不可廢；但當

辨其古字古言，而芟夷其竄亂。」93則是他雖然主張刪去劉

歆所竄亂的古文家言，但仍多采證《左傳》者。另外，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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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毛詩》等古文經典，也並非一味否定，只是在

比較時有所去取而已。94而翔鳳之推公羊大義及於群籍，除

《論語說義》外，還另著有《大學古義說》，亦多發揮公羊

大義，如他釋「在止於至善」，說以「《春秋》始元終麟。……

於元，見善之至；於麟，見至善之止。夫脩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道，其功皆基於至善。」95此外，他復據今文學以

說《中庸》、《孝經》，而謂「〈禮運〉一篇，皆發明『志

在《春秋》』之義。」96他甚至還擴大到以儒說老，強調易、

老同源於黃帝，而認為《史記》所載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

和《漢書》「老子為柱下史」可以互通，即守藏與柱下可以

互稱，為黃帝以來流傳的殷易《歸藏》典守者。97所以他又

繼承莊述祖《歸藏》之學，以《歸藏》和「君人南面之術」

統攝孔、老，98說以「老子所述，皆黃帝之說，《歸藏》之

說也；又觀《十翼》之文，則孔子贊《易》亦多取於《歸藏》。」

「老子之說，通乎《易》與《論語》。」99於此並皆可見從

乾嘉到晚清的今文學發展概況，可以備為思想史演變線索之

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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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援經議政」突出變革主題的嘉道經世思潮 

清代前期的承平與物阜民豐，推波助瀾了堪稱「書本子

學問」的乾嘉考據學之興盛；嘉道以來，則國勢逐漸邁向中

衰，嗣後四起的動亂與外來的經濟侵略、武力威逼，正是龔

自珍敏感察覺而說以「未雨之鳥，戚於漂搖」、「將萎之華，

慘於槁木」的局面。100於是在加劇的世亂與鴉片戰爭的亡國

危機中，嘉道今文學逐漸由論學轉向議政，從公羊學出發擴

及諸經，並發揮經義在要求除弊的論政上，是為對今文經「援

經議政」精神之落實，一如西漢董仲舒之據《春秋》論政斷

案。斯時，在前述劉逢祿、宋翔鳳等人據何休義法以說《論

語》之外，龔自珍更將公羊大義推向《五經》，以闡明終始

治道；魏源亦在論學之強調三家《詩》和伏生今文《尚書》

外，復運用《詩》義來諫世，故梁啟超說：「今文學之健者，

必推龔魏。……後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

之遺風也。」101晚清今文經大盛並據為維新變法的理論依

據，實溯自龔、魏所代表的嘉道經世思潮。 

1.  

身為戴震著名弟子段玉裁外孫的龔自珍，段氏嘗親授以

《說文解字注》，期望他能成為「以經說字，以字說經」的

學者，自珍在 23 歲時撰為〈明良論〉4 篇，亦深獲段氏喜愛

而評以「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並言：「耄矣！猶見

此才而死，吾不恨矣。」102不過身處乾、嘉、道三朝，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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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7  
101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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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見國家正走向動盪不安，因此他儘管一方面「深契乎金壇

高郵之小學訓詁」，態度頗與魏源之視乾嘉考據學為「錮天

下智惠為無用」者不同──他在 28 歲從受公羊學於劉逢祿

後，作於 48 歲的〈己亥雜詩〉仍曰「張杜西京說外家，斯

文吾述段金沙。導河積石歸東海，一字源流奠萬譁」，103仍

然肯定小學訓詁能以實證平息眾議；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曾

賦詩：「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君燒盡蟲魚

學，甘作東京賣餅家。」104表明意欲走出傳統舊學，轉從事

於結合經義與政事的今文學決心。他並在劉逢祿卒後十年完

成六卷《春秋決事比》後，〈己亥雜詩〉也稱：「端門受命

有雲礽，一脈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劉禮部，東南絶學在毘

陵（武進縣）。」105亦明言欲以遙遠徒孫繼承公羊絕學及劉

氏學的想望。故他以一種特有的敏銳眼光，對腐敗的政治與

社會現狀進行揭露及批判，經常以詩文指摘時弊及抨擊朝

政，開詩文評論政治社會及要求變革的文學新風。龔自珍宕

跌不檢細行的性情、浪漫豐富的情感，以及結合經史百家、

小學輿地和當代典章制度以譏評時政的激切論見，在當時頗

造成振聾發聵的作用，即反對戊戌變法的守舊派葉德輝

（1864-1927）也說：「曩者光緒中葉，海內風尚公羊之學，

後生晚進，莫不手先生文一編。」106其於晚清學風之影響，

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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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自珍雖一向被視為清中葉後的今文學代表，但他並非

恪守今文傳統的學者。在治經上，他雖重公羊大義但刊落條

例，未以師承家法為取捨，他和劉逢祿、魏源之據守今文而

貶斥古文，有鴻溝之別。他所錄寫〈尚書古文序〉，即根據

外祖段玉裁所訓，謂「偽孔氏《尚書》，視馬、鄭本文字無

大異也。枚賾及偽孔罪雖大，未嘗竄改文字，又非別經師相

承，能異文字者也。《尚書》如此，〈書序〉亦然。自珍今

寫定〈書序〉，即用偽孔氏本。」他甚至還倡論「今文、古

文同出孔子之手」，認為其所以致異者，不過「一為伏生之

徒讀之，一為孔安國讀之」，殆如「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

百。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

譯之。」107他復曾自言：「予說《詩》以涵泳經文為主，於

古文《毛》、今文《三家》，無所尊無所廢。」108清楚表明

其未廢古文的立場。即他對於常州學派莊存與的肯定，也大

不同於今文家一向著眼的清代公羊學首倡；自珍對於莊存與

之看重，在於莊氏保存聖人言的行「權」之心：莊氏認為在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辨明偽《古文》後，魁碩已毋須再

致辨於《古文》真偽問題了，「辨古籍眞僞，爲術淺且近者

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而他之反對廢

《古文》，寧「自韜污受不學之名」地為承學者詬病，其《尙

書旣見》仍數稱〈禹謨〉、〈虺誥〉、〈伊訓〉者，在其認

為「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眞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古

文》並因此獲仍學官不廢──這才是自珍所肯定的「爲有所

『權』以求濟天下。」故自珍稱美莊氏「史之大隱」，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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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莊氏門徒所「不能宣其道」的莊存與苦心。109再說到自

珍之引宋翔鳳為同志，稱他「樸學奇材」，並賦詩「萬人叢

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110也正由於翔鳳雖受外家莊

氏學，卻自小學入門，在常州公羊學外復兼有考據之長。是

故自珍論學儘管不乏繼承公羊學的一面，但他並未以今文為

依歸；他另有緣自政治現實，以及承外祖之教和尊史為經的

乾嘉風尚與一己所見，不可純被稱為今文家，故曾將龔自珍

和劉逢祿、魏源一視同仁痛加貶斥的古文派章太炎，在民國

建立後，也對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提出龔自珍和清

代今文學家宜有所別的看法。111  

自珍之結合經學與政論，主要表現為推公羊「三世」說

及於《五經》大義，並發揮公羊變動精神，提出立足在「三

時」說的「更法」變制主張： 

兼重訓詁考據的龔自珍之被視為清中葉以降的今文學

代表，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他相當程度地倚重公羊學理論以

建構學說。自珍接受何休「三世」說，依「據亂世→升平世

→太平世」之歷史進化以說春秋 242 年間事，復據此「三世」

觀以說《五經》大義及其終始治道。不過自珍雖然從受公羊

學於劉逢祿，他和劉逢祿之區別「經╱史」而尊《公羊》、

黜《左傳》學術立場不同；他主要是接受「三世」進化觀做

為「援經議政」的理論基礎，而不是如劉氏在經論或治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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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區別今、古文經。自珍之春秋學，摒棄經史之爭和今古文

之爭；對公羊思想的發揚，也不是循著劉氏強調解經義例途

徑，而是落實實踐孔子之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以

「援經議政」發揮《春秋》微言於時政之操作。 

在春秋學上，自珍著有《左氏決疣》、《左氏服杜補義》、

《春秋決事比》等，惜皆不傳；其《春秋決事比》「獨喜效

董氏例，張後世事以設問之」，他效為董仲舒以公羊決獄及

「漢廷臣援《春秋》決賞罰」的做法，發揮《春秋》「明是

非，長於治人」之「長於斷獄」精神，所論多在微言闡發；

至於《春秋》書法文例之「文直義簡，不俟推求而明」者─

─如書弒、書篡、書叛、書專命、書僭、書滅人國……等，

則不深論，就其未深究文例而多發揚董說一端言之，頗與孔

廣森同趨。其書雖佚，然其文集中有〈春秋決事比自序〉及

其目錄、答問等。自珍自述其撰作精神為「三傳」並用，但

在《春秋》大義上，他乃以《公羊》為依歸；考究事實，則

輔以《左傳》，同時兼採《穀梁》為論斷。其曰： 

乃獨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迴贅詞說者，大迂迴者。

凡建五始、張三世、存三統、異內外、當興王，及別

月日時、區名字氏，純用公羊氏；求事實，間采《左

氏》；求雜論斷，間采穀梁氏，下采漢師，總得一百

二十事。獨喜效董氏例，張後世事以設問之。……七

十子大義，何邵公所謂非常異義可怪，惻惻乎權之肺

肝而皆平也。嚮所謂出沒隱顯於若存若亡也者，朗朗

乎日月之運大圜也，四宮二十八宿之攝四序也。112 

自珍效董子據《春秋》以決事的精神，自言所撰《春秋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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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能「權之肺肝而皆平」地體證七十子大義及何休公羊義

法，故儘管其春秋學並未定趨於今文學，對《春秋》之記事

論斷，他也間採《左傳》、《穀梁》，但就其發揚微言大義

及何休義法的進路而言，他確是親近《公羊》之今文經學的。 

自珍在要求革除時弊與更法變制的中心關懷下，他將何

休義法和《五經》加以結合，以「三世」說闡明《五經》之

終始治道，並論以聖人治道「始乎飮食，中乎制作，終乎聞

性與天道」，113即由「飲食→制作→道德教化」循序漸進之。

故其說《詩》，以后稷為「據亂世」，公劉為「升平世」，

武王巡守而祀四嶽河海的〈般〉和封禪以告太平〈我將〉等

樂歌為「太平世」；說《尚書》，以〈洪範〉之食、貨為據

亂而作，祀、司徒、司寇、司空為治升平之事，賓、師為文

致太平之事。曰： 

若夫徵之《詩》，后稷舂揄肇祀，據亂者也；公劉筵

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頌》有〈般〉有〈我將〉，

〈般〉主封禪，〈我將〉言宗祀，太平也。 

食、貨者，據亂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

治升平之事；賓、師，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

箕子之法也。114 

自珍論《詩經》，謂周自后稷播種百榖，黎民阻飢；到公劉

教民，而豳國之民無不尊其宗且上下有章、財用不乏；再到

文武加以禮樂文飾，於是《風》有〈周南〉、〈召南〉，《雅》

有〈鹿鳴〉，成王周公更以制禮作樂致太平而《頌》聲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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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詩經》之「三世」漸進。至於《書》，則他亦以〈洪

範〉「八政」與公羊「三世」說相配合，謂致力於百姓民生

的食、貨為「據亂世」之法；事死之「祀」，以及負責定居

之「司徒」、掌教之「司寇」、司法之「司空」等順民情以

立制者，為治「升平世」之法；接著「太平世」所致力者，

依漢儒之說，為禮諸侯遠人的「賓」和以兵除暴的「師」，

即後世外交部和軍政部之所事，但是自珍並未採取此說，其

賓、師之論另寓有「存三統」和強調師儒教化之義，是為「太

平世」擴大王化之法。自珍之以「三世」說《五經》，其路

數迥非其外祖段玉裁期望他的考據治經、以字說經，而是具

有今文色彩之以何休義法說《五經》。 

而除發揮「三世」之義對《五經》進行「終始治道」之

詮釋外；自珍復將「三世」之邏輯範疇擴大到對一切事物的

終始形容之謂。以此，「三世」說不復侷限於通古今而為說，

凡事物在一個時期內的演進歷史，亦皆可藉「三世」為其終

始喻稱。其曰： 

通古今可以爲三世，春秋首尾，亦爲三世；大橈115作

甲子，一日亦用之，一歲亦用之，一章一蔀亦用之。116 

如此一來，「三世」不徒可以通古今，即日、月、歲、時、

事，亦皆可以用之，故可做為所有事物的階段演進之謂。因

此自珍又由此進論「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範〉八

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117此義並影響及康有為後來

提出的「三世三重」說──康氏曰「一世之中有三世，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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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為九世，又可推為八十一世，以至於無窮。」「據亂之中

有升平、太平；升平之中有據亂、太平；而太平之中有升平、

據亂。蓋一世之中又有三世，三重而為八十一世，皆有義可

推。」118其論顯然受到自珍啟導或影響。 

在「三世」進化史觀外，自珍又從宇宙事象自身的變動

發展論「變」，惟其歷史觀和宇宙變動觀是兩個不同範疇的

思考：其言「民之醜生，一縱一橫。旦暮為縱，居處為橫；

百世為縱，一世為橫。」119自「縱」者之歷史（百世）演進

言，如前論歷史意識與歷史哲學，他接受何休「據亂→升平

→太平」的「三世」進化說，持「由亂而治」看法；但在「橫」

者之「一世」現象變化上，則他立足於公羊變動哲學和《易》

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精神，強調宇宙循環往復的

變動規律，並突出「弊何以救？廢何以修？窮何以革？」的

變革思想，另持「由盛而衰」的「三時」說，120故在自珍「尊

史」的「尊隱」思想中有「縱之隱」與「橫之隱」之別。他

肯定「縱之隱」之能肩負歷史責任而掌握大道、傳承文化，

但同時亦肯定「橫之隱」之能肩負時代責任而從事於政治社

會改革。121是以在「三世」進化的歷史哲學外，他又從萬有

現象之自然變化與相反相成的運動規律出發，曰：「萬物之

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哀樂愛憎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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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反也；寒暑晝夜相承，天之反也。萬物一而立，再而反，

三而如初。」122他並從現象界不斷變化發展的「萌發→茁長

→衰亡」歷程提煉出「早→午→昏」之「三時」說，曰「歳

有三時：一曰發時，二曰怒時，三曰威時；日有三時：一曰

蚤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123此蓋由於自珍在史載借鏡

中，深刻體悟了一世之法、事、勢與風氣皆無有不變遷者─

─「自珍少讀歷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

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124故他面對清

中葉以降的日衰世運與日益加劇的社會危機，欲有所警惕朝

廷而呼籲變制除弊，他強調「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

生者，時也」，「能大其生以察『三時』，以寵靈史氏，將

不謂之橫天地之隱歟？」125因此自珍在當時頗具前瞻性的

「更法」變制主張，便是根基於「初→盛→衰」之自然變動

觀，而將重心放在「衰世」之救正衰亂現象上；即他乃以此

一「由治而亂」、「由盛而衰」的「三時」說，做為要求執

政者變革除弊的理論基礎。而自珍之歷史觀與宇宙變動觀雖

然存在著殊異性看法，但因其所關涉的邏輯範疇與對象不

同，兩者之間並無矛盾。 

再就自珍之經典落實來說，則他之發揚《春秋》精神，

主要是通過「援經議政」方式，以使學術和現實政治、社會

問題等「當今之務」相聯繫。是以他除撰有《春秋決事比》

之光大董仲舒以公羊學經世的著作外；更重要的，是他發揮

公羊變動哲學於針砭時弊和批判腐朽社會上，並提出各種更

法變制的建言，此其與劉逢祿等經書旨趣的常州學派之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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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自珍所關懷的時政議題，如滿蒙民族問題、土地分配問

題、人口過剩問題、邊疆邊防議題、東南海防議題、鴉片與

經濟貿易問題、東南水利問題、君臣議題、胥吏議題、科舉、

人才、考核、禮律等等。126以下略舉例自珍之以「三時」變

動觀論社會問題，以見其一斑： 

在〈乙丙之際箸議第一〉中，自珍述及辛酉歲近畿大水，

越七年又水，東南河工屢災，財空民窮，當時有客言「物極

將返」，「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鬱。鬱之也久，

發之也必暴。」甚至預言「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越六年，

果然「兖、豫役並起，四越月平。」對此，自珍即以「氣」

之積「漸」、尚「動」與成「勢」以說民氣，曰「其潰者，

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

持其原而善導之氣。」127他認為民怨鬱之久而發之暴，其咎

正在朝廷漠視民瘼而不能為之疏源導流以通其氣；他更憂心

若此以往，則將難免屆至「昏時」之衰敗，而「日之將夕，

悲風驟至。」故他屢發鏜鞳之音警示朝廷而呼籲變法。曰： 

履霜之屩，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於飄搖；痺癆之

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

忍薄譎士勇夫而厚豢駑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128 

自珍亟言當處在履霜、未雨的將變未變之時，執政者就要趁

早制定綢繆防範未來堅冰和風雨漂搖的對應措施，以使長治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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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安，切勿等到其變一旦猝然發生，而已如癰疽潰爛、草木

枯槁之不可為治，而徒呼負負。故他大聲疾呼朝廷要能「探

世變」，在世變之前預為防範。 

又如自珍觀察到地權不均、貧富懸殊的現象，正是造成

當時社會動盪與危機四起的禍源，他亦說以氣之積鬱而致

變。曰： 

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

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

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

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

本源，與隨其時而劑調之。129 

自珍亟言物事之「變」皆有其「漸」，並非一夕形成；以「喪

天下」之遽變為言，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勢之所起，

初時亦不過是「貧富不相齊」之小不平而已，然而不平之氣

由小而大，遂至「喪天下」之勢不可為，可不慎乎？於此並

可見自珍所諄諄再三、極力呼籲者，在於欲使「操其本原」

的執政者，能「隨其時而劑調之」，及早更法變制以預為防

範，毋使魚爛而至於喪天下。 

以此，自珍亟斥守舊派之不知變通，謂以「拘一祖之法，

憚千夫之議。」「天下無巨細，一束之於不可破之例。」他

大聲疾呼：「奈之何不思更法？」「一祖之法無不敝。……

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130要之，自珍藉「三

時」說以闡明世運變化並要求更法變制，力求避免「昏時」

而「天命不猶」、「朝士寡助失親」之屆至；他甚至帶有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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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5-6 35  



  309 

 

嚇意味地大膽推論，若不能早從事於此，則必將有取而代之

的「勁改革」出現，所論無異在保守的國人心靈中投下了巨

石，在當時極具震撼性和啟蒙作用。 

2.  

生當嘉道國事日非之際而以博學名噪京城的魏源，他曾

擔任許多改革名臣的幕僚，也曾在鴉片戰爭中隨兩江總督裕

謙抗戰浙江，具備實務經驗之餘，也有機會目睹官僚弊政並

接觸中下層生活，因此其經世改革想望極為迫切，其學術與

思想亦遂緊密結合時務，主要表現為要求改革的經世實學。 

魏源的中心關懷，正是梁啟超所稱「以經術作政論」的

社會改革與學術致用；其學則可分就經學思想和史地編纂兩

端以言之：1.魏源的經學思想係由董子以申《公羊春秋》，

由《春秋》以申西漢今文家法；他在「微言大義」中融入了

理想社會的社會視野，發揚西漢「援經議政」的致用精神之

餘，並由此一線索而與晚清變法思想具有連繫。2.史地纂輯

方面，則魏源以其傑出軍事思想家的身分與實際從事，在長

期標榜道德作用的儒學史上，不但突出於傳統儒者外，更以

開啟國際視野，一舉突破了國人長期沉浸的「天朝上國」蒙

昧氛圍與中國中心主義，對中國以及儒學之邁向現代化有劃

時代意義的影響。他除協助賀長齡發凡起例並編纂《皇朝經

世文編》外，史部專著尚有《元史新編》、《夷艘入寇記》、

《元代西北疆域沿革考》、《北印度以外疆域考》……等，

尤其《聖武記》總結了清代前期軍事史、探討邊疆民族問題，

提出許多具體可行的戰略和守備之道，並風行日本；世界地

理書的《海國圖志》，則與徐繼畬（1795-1873）《瀛環志

略》並為最早由國人自行編著、開眼看世界的瞭解西方經典

之作。魏源且以其「師夷制夷」變革主張，成為後來洋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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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先驅理論，是清代主張學習西方船堅炮利以變法自強的

前行者；惟以下集中焦點於本文論述主軸──魏源融入社會

視野的「微言大義」闡發與今文學門戶之樹立： 

魏源論經側重公羊學，並強調「語徵實，則東漢不如西

漢，西漢不如周秦；語知道，則眾人之見不可以測賢人，賢

人之事不可以論聖人」，所以主張「先明秦漢《尚書》家之

言，而後申西漢三家《詩》之義。」131他繼常州學派劉逢祿、

宋翔鳳等人之發揚何休義法並推及《論語》說解後，又撰為

《書古微》、《詩古微》，在《書》、《詩》論說上發揚伏

生、歐陽、夏侯之《今文尚書》和三家《詩》的微言大義，

並以《默觚》之轉化《詩》義來針砭時弊、藉《詩》諫世，

期以此「援經議政」方式發揚西漢今文學的致用精神，並為

倡導社會改革的理論基礎。 

梁啟超稱為「今文學之健者」的魏源，他在春秋學上嘗

有《公羊春秋古微》和《董子春秋發微》之作，其書已佚，

但其文集中有《董子春秋發微》序文，猶得一窺梗概。其

曰： 

《董子春秋發微》七卷，為何而作也？曰：所以發揮

《公羊》之微言大誼，而補胡母生《條例》、何邵公

《解詁》所未備也。《漢書．儒林傳》言董生與胡母

生同業治《春秋》，而何氏注但依胡母生《條例》，

於董生無一言及之；近日曲阜孔氏、武進劉氏，皆《公

羊》專家，亦止為何氏拾遺補缺，而董生之書未之詳

焉。若謂董生疏通大詣，不列經文，不足頡頏何氏，

則其書三科九旨燦然大備，且弘通精渺，內聖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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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蟠天而際地，遠在胡母生、何邵公章句之上。蓋

彼猶泥文，此則優柔而饜飫矣；彼專析例，此則曲暢

而旁通矣。故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冒天下之道者，

莫如董生。132 

魏源序論何休（129-182）《解詁》揚胡母生而抑董仲舒（前

179-前 104），然他認為董子「三科九旨」疏通大義、抉摘

《春秋》微旨，猶在胡母生和何休之上，故為表而出之。 

至於《尚書》，則儘管清初閻若璩（1636-1704）等亦

曾致力辨偽《古文尚書》，不過閻氏《尚書古文疏證》雖辨

魏晉晚出孔傳之偽，但採信杜林漆書之說，133以馬、鄭所注

本於杜林者為孔壁真《古文》；清儒之攻擊《古文尚書》最

力者──不論對孔氏經傳、馬鄭注本或晚出的逸十六篇，134

並皆認為非真《古文》者，當推魏源《書古微》。魏源自述

《書古微》倚重《史記》、《漢書》和伏生《尚書大傳》殘

本為之命脈，同時亦立足在明黃道周（1585-1646）以及清

惲敬（1757-1817）、莊存與、莊述祖、劉逢祿、孫星衍

（ 1753-1818 ） 、 段 玉 裁 、 江 聲 （ 1721-1799 ） 、 王 鳴 盛

（1722-1797）等諸家基礎上，「或借以發難、或引申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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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以為「西漢今古文專門起墜掘幽。」135魏源《書古微》

高樹今文旗幟並數稱董說，謂「此七十子所口受於夫子，微

言大誼傳之董生」，「此《尚書》微言大誼，西漢惟伏、孔、

董生得聞之，豈東漢馬、鄭諸儒所聞乎？」他並批評：「王

莽《周官》假託經義，更無足道。」136而馬、鄭等東漢古文

家，則「務碎義」、「教輒旁歧」、「肊造矯誣，使微言大

誼盡變為膚淺」、「說〈堯典〉二字之文至十餘萬言，說『若

稽古』三萬餘言，後進彌以馳逐」，致「偽孔傳亦乘馬、鄭

支離臆說之極弊而乘虛以入者，使今、古文兩敗俱傷。」137

其序曰： 

《書古微》何為而作也？所以發明西漢《尚書》今、

古文之微言大誼，而闢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傳

也。自伏生得《尚書》二十九篇於屋壁，而歐陽、夏

侯傳之，後人謂之《今文尚書》；孔安國復得《古文

尚書》四十五篇於孔壁，校伏生本多佚書十六篇。而

安國從歐陽生受業，嘗以今文讀古文，又以古文考今

文，司馬遷亦嘗從安國問故，是西漢今、古文本即一

家，大同小異不過什一，初非判然二家。……國朝諸

儒知攻東晉晚出《古文》之偽，遂以馬、鄭本為真孔

安國本，以馬、鄭說為真孔安國說，而不知馬牛、冰

炭之不可入。138 

魏源強調西漢時《尚書》並無今、古文之稱──「其稱伏生

                                                   
135 482-483  
136 48

4 486 488  
137 481-482  
138 475  



  313 

 

所授，但謂之歐陽、夏侯《尚書》，從無稱為今文者也。」

即孔安國所得，其與今文之大同小異亦「不過什一」，且今、

古文可以互相讀校，是其未嘗別自成家；《尚書》之區分今、

古，是在杜林稱得漆書而賈逵（30-101）、馬融（79-166）、

鄭玄（127-200）為傳注訓解後，始有判然二分之名。後來

因古文家動輒輕詆今文歐陽、夏侯為俗儒，致今文反為古文

制壓。然孔安國從歐陽生受業，史遷則嘗問故於安國，其說

卻與馬、鄭古文異──「史遷為安國真古文之傳，皎如天日。

今馬、鄭〈堯典〉、〈臯陶謨〉、〈微子〉、〈金縢〉、〈無

逸〉諸篇，無一說不與史遷相反。」此所以魏源質疑馬、鄭

並非真古文，曰：「豈史遷所傳安國壁中之古文，反不如馬、

鄭杜撰肊造之古文乎？」「後儒動以史遷之異馬、鄭者，擠

之為今文學，豈孔安國亦今文，非古文乎？」139魏源認為傳

述孔安國真古文的遷書之與馬、鄭注本異，足證傳世古文之

偽。故魏源對《尚書》採取尊今抑古立場，總論以「西漢之

古文與今文同，東漢之古文與今文異。」「西漢今、古文皆

出伏生。凡伏生《大傳》所言者，歐陽必同之，大小夏侯必

同之，史遷所載安國說必同之，猶《詩》齊、魯、韓三家實

同一家。」140他不僅反對東晉梅賾晚出之偽古文，即於馬、

鄭注本及逸十六篇也並皆不信，主張一併黜之，至言：「學

校不許以晚出十六篇出題考試，不許文章稱引，且燬偽孔

傳、偽孔疏，別頒新傳新疏。」141魏源《書古微》之樹立今

文門戶，誠為影響晚清今文學走向的重要關鍵之一。 

論《詩》，則魏源亦高舉反《毛》大纛而標舉今文三家

《詩》。溯自《史記．儒林傳》述漢初經師，謂《詩》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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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官者有《齊》、《魯》、《韓》三家而未及《毛詩》；

《漢書．藝文志》始本劉歆（前 53-23），列有《毛詩》與

《毛詩故訓傳》，但今文家多斥其偽，以為不可信。然《齊》、

《魯》自東漢鄭玄箋《毛》以來次第而亡，韓《詩》則在北

宋猶存而亡於汴京之亂。朱熹（1130-1200）〈詩序辨說〉

時采《魯》、《韓》以抑《毛》，《朱子語錄》亦曰嘗因《漢

書》、《文選注》及漢魏諸子多引韓《詩》而欲加采輯但未

果；宋末，王應麟（1223-1296）始撰為《詩考》，草創三

家輯遺；明何楷（1594-1645）《詩經世本古義》、清范家

相《三家詩拾遺》及徐璈（1779-1841）《詩經廣詁》，皆

廣為輯遺《春秋》內外詩及漢初諸儒所稱引，於是三家《詩》

幾備。惟所輯遺案而不斷，三家大義之待引申者概未及之，

故魏源《詩古微》復立足在范、徐輯本基礎上，加以系統整

理並引申其義。魏源自述其著述之意，曰： 

《詩古微》何以名？曰：所以發揮《齊》、《魯》、

《韓》三家《詩》之微言大誼，補苴其罅漏，張皇其

幽渺，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

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於來世也。142 

魏源反對《毛詩》美、刺、正、變之說，認為正變之例不破，

則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之義不著，禮樂為無用；美刺之例不破，則《風》之「無邪」

不彰，《春秋》可以不作。故他尊今文，多用《齊》、《魯》、

《韓》之義以破《毛詩》例說，欲宏揚古義而昌明絕學。 

魏源《詩古微》先考《齊》、《魯》、《韓》、《毛》

各家詩法，次論異同，再述各《風》之〈詩序〉集義、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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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大雅》、《小雅》各詩古義等等。他認為三家《詩》

多與諸子相合，西漢諸子著書作注也多用三家，他歷舉司馬

遷（前 145-前？）、賈誼（前 200-前 168）、劉向（前 77-

前 6）、班固（32-92）、賈逵、服虔（？-188）、鄭玄、許

慎等人之引詩、論詩，謂彼多用三家，故言馬、鄭雖欲立古

文門戶，實際上則以今文經義為殊勝。143對魏源〈齊魯韓毛

異同論〉，清儒皮錫瑞亟加讚賞並稱「一掃俗儒之陋」，「三

家亡而毛傳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駮辨明快，可為定

論。」不過也有學者指出魏源論《詩》亦不無偏頗處，如：

說〈序〉尊今抑古之捨本逐末、評述美刺說之自我矛盾、二

南義例之牽強附會等等。144 

再說到「援經議政」之落實實踐，則魏源藉《詩》諫世

是極顯然的一端。魏源除以《詩古微》辨駁毛〈序〉鄭《箋》

之不當外，其《默觚》更幾乎每論皆引《詩經》作結以證成

己意。魏源論《詩》，主要是以「用《詩》」的實用觀點為

出發。其曰： 

                                                   
143 

1292 3  
144 15 18

49 1985 4 67-98  



316      

 

可不計采詩之世也。……是不必問作詩之事也。……

是引《詩》者與詩人之意，可以違反乖制也。……是

賦詩者之心，不必用作詩者之本意也。145 

魏源「用《詩》」之論《詩》態度與立場，不計采詩之世、

不問作詩之事、不用作詩者之本意，係出經世理想與致用目

的，正是對「微言大義」之融入社會視野，並以建設理想社

會為訴求，頗別出於一般論《詩》者之外。以下藉《默觚》

之借《詩》論事以見其一斑： 

國家有一讜議，則必有數庸議以持之；有一偉略，則

必有數庸略以格之，故聖人惡似是而非之人，國家忌

似是而非之論。……漢成帝因天變，言者多攻王氏，

就決於張禹，此西漢存亡一大機，而張禹以「天道不

可得聞」解之，王氏遂不可復動。晉孝武欲廢會稽王

道子，此東晉存亡一大機，而徐邈以恐傷太后阻之，

道子遂復柄用而不可救。……宋夏元昊死，子幼，國

內亂，邊臣請乘釁，而宋臣以《春秋》「不伐喪」格

其謀。論卑而易行，苟安而不犯難，其迹何嘗不近忠

厚長者？其稱引比附何嘗不託於《六藝》？夫孰知其

誤人家國，壹至此哉！《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

脊。」146 

魏源舉證昭昭史實，以見才智之士、讜議偉略往往見絀於庸

議庸略；尤其在歷史存亡之秋，那些假借聖賢經典之名、卻

似是而非的言論──如彼託言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春秋》言「軍禮不伐喪」等，以做為消極

                                                   
145 1293 12-12  
146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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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為之藉口者，往往導致錯失良機，而使國家魚爛不可收

拾。魏源對此泥古不知變通之庸議眾行深感痛心，認為誤人

家國，故他借言《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以說志

士雖跼蹐於訛言所害，但仍號呼為此訛言者告之曰：理之彰

著一如倫輩灼然，難混附於其事，亦如人之行步昭然可數，

是非無所容於訛言。147於此可見魏源論《詩》之採西漢今文

經進路，意在發揮《詩》之大義使及於言事議政，而不在章

句訓詁之講論詩義。要之，魏源以《書古微》、《詩古微》

激烈辨偽《古文尚書》並批判《毛詩》，在《詩》、《書》

上標示性地樹起今文旗幟及門戶，對晚清之學術思想發展有

重要作用。 

至其開啟國際視野的史地編纂與改革主張，如大量討論

清廷從開闢以來的邊疆民族問題與系列鞏固政權的軍事事

件和武功事蹟，並兼論海防、戰守、練兵、籌餉等戰備的《聖

武記》，以及跨出傳統儒學畛域，開眼看世界而以「師夷長

技以制夷」挑戰中國中心主義，冀為時局找尋出路的《海國

圖志》，既是清人所修當代史中重要的著作，亦是談海防者

所必宗與洋務運動之前驅。蓋魏源亦同於龔自珍之抱持歷史

變動觀，做為除弊興利的改革思想依據；他立足在「天下無

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之主張，突出「三代以

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

                                                   
147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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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之思想，148他嘗引《詩》之「園

有樹檀，其下維籜」，以論「君子學古之道，猶食筍而去其

籜也。」149他也在《海國圖志》中點出了西夷之長不徒船礮，

而在完善的制度建立──「贍之厚，故選之精；練之勤，故

御之整」，150故他倡論「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

境內，之謂羸」，151希望深一層地進至要求「變道」之「無

形之兵」層次，以使「天道傾否而之泰」、「人心違寐而之

覺」、「人才革虛而之實」，152故他以變革人心做為社會改

革的終極目標。要之，魏源以特有的實務經驗，以融入了社

會視野的微言大義觀與今文學立場，發揮公羊變動哲學地要

求時政改革，空前地突出了學習西方之時代課題。 

四、結論 

伴隨著清帝國由盛轉衰的乾嘉後期到晚清，今文學躍上

了學術與政治檯面。清代今文學興盛是從公羊學開始；清代

公羊學則是由常州學派莊存與肇始，孔廣森、劉逢祿、宋翔

鳳等人推波，並以微言大義說《論語》，擴大了公羊學陣地；

再到嘉道間龔自珍、魏源等又推微言大義於各經，並樹立

《詩》、《書》今文門戶，而後有晚清擴及今文各經之全面

復興，終至今文學蔚為大盛的。 

                                                   
148 12

2004 408
1998 29  

149 30  
150 743

242  
151 139  
152 魏源，〈海國圖志敘〉，《海國圖志》，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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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乾嘉時期以常州學派為主軸的公羊學發展，係以經

學旨趣、即論學為主，主要是一種典籍功夫；逮及嘉道之世，

則由於日益加劇的社會危機突出了改革的必要與迫切性，故

有倡言改革的龔、魏等人立足在「援經議政」之公羊傳統上，

由論學而論政地發揮經義於針砭時弊，其後更有康有為之汲

其流而援引公羊思想以為變法基礎。由是，在乾嘉時期本非

學術主流的常州學派，遂以其對公羊學的慧眼獨具而獲學界

重視；惟乾嘉間肇始發端公羊學的莊存與雖然著有《春秋正

辭》，他其實並未著力發揚公羊學與今文學，只是備為眾多

宮中講義之一；是在其從子莊述祖、孫莊綬甲以及外孫劉逢

祿、宋翔鳳等人推波下，常州公羊學才釐然成家的。再者，

莊存與《春秋正辭》雖被認為是清代今文學意識之萌芽，但

主要是他和考據學者間存在「微言大義╱名物訓詁」的經學

價值異見，而並非如晚清般今、古文門戶之樹立──晚清今

文學是在突出變革意識下，始嚴格區分今、古文家法並斥棄

古學，然後才出現今、古文經典價值與地位之爭的。是故清

代今、古文之爭，又有「經學價值→經典價值」的前後期發

展歷程不同。 

繼莊氏之後，對公羊學發揚有功的是孔廣森；孔廣森以

疏注《公羊傳》的「注經體」方式，撰為兼重考據與微言的

《春秋公羊通義》。他雖然立足在何休《解詁》基礎上，但

並未以何休義法為依歸；他係直接面對《公羊傳》發言並對

何休多所糾謬，復提出迥不同於後來以何休義法為主流的公

羊「三科九旨」之說。故《春秋公羊通義》所依的審音釋義、

校訂文字、集解眾說門徑，普遍不為謹守何休家法的學者接

受。至於常州學派首先樹起今文學旗幟的，推劉逢祿。劉逢

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雖是清代公羊學的奠基之作，但

他其實是面對何休說解發言的「何休學」，並由此確定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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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公羊學的何休主流路向。他依「屬辭比事」的《春秋》之

教，分析歸納並系統羅列與闡釋何休散列夾注在《公羊傳》

下的諸多義例，使成為條理明晰的何休義法專著暨清代公羊

學代表作。另外，其《箴膏肓評》、《發墨守評》、《穀梁

癈疾申何》、《左氏春秋考證》、《論語述何》等眾作並皆

致力於發揚公羊與何休學說，他還將公羊大義擴及群經，使

得沉寂近兩千年的公羊學再度繁榮，並開啟了晚清的今、古

文之爭，是為清代今文學復興的關鍵性人物。 

另一常州健將宋翔鳳，則他試圖將常州經說融入流行的

考據學語境，企圖整合東漢典章制度和西漢微言大義，以此

擴大了今文學陣地，對晚清今文學發展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

影響力──章太炎的老師譚獻和俞樾並皆曾受宋翔鳳影

響；詞學名家譚獻乃以常州學派自居，俞樾則雖承乾嘉學

脈，治《春秋》卻右《公羊傳》。故晚清古文學家如章太炎、

劉師培等人對宋翔鳳的批判，正是著眼於他標舉西漢理想的

文人說經方式對晚清文士的吸引力。153要之，在常州學派突

出「《春秋》非記事之史」、「《春秋》重義不重事」的公

羊義法強調下，春秋學的發展由重考據的史學性格轉為重經

世的今文與義理性格，對於後來今文學派以附會經義干政議

政，開闢了一條可行的路徑，也為康有為之發議論、主變法，

提供了可利用的思想基礎。康有為所主導的維新變法，其《新

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以公羊學結合了晚清政潮

與思潮，以今文學「三統」、「三世」之說做為政治變革之

理論依據的。是故乾嘉時期常州學術雖非主流，但從無心插

柳的莊存與、經孔廣森，再到樹立清代今文學旗幟的劉逢

祿、擴大公羊學陣地的宋翔鳳，在清代學術史及晚清思想史

                                                   
153 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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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常州學派確有不可抹殺的承先啟後作用。 

至於生當嘉道清廷由盛轉衰之際的龔自珍，他見微知著

地敏銳覺察衰世將臨，並以「狂士」性格和「狂言」的激切

論政與時政諍言，154成為宣告清朝衰世到來的舊制度批判

者，他發揮經義地提出許多可徵時變的變法更制主張，宣示

著學風轉向政治關懷的變趨，是為維新變法之先聲。在論學

上，他雖然也有若干古文考據之作，但他喜以今文學理論釋

經，尤重公羊大義，推公羊「三世」觀及於群經，以說《五

經》皆內蘊「由亂而治」之「終始治道」；對現象萬有，則

他持「由盛而衰」的「三時」變動觀，強調萬事萬象之時刻

變動無已，皆自萌芽、茁壯到衰亡，是以在政治上也必須以

改革變制來對應──自珍正是以「三世」和「三時」說做為

「更法」主張之理論基礎的。再說到魏源融入社會範疇之突

破儒學傳統視野，其論學及經學取向亦愛好今文家言，務力

於發揚西漢「援經議政」的經術致用精神，並以微言大義說

各經。在春秋學上，他發揚董仲舒對《公羊傳》的疏通大義、

抉摘微旨，並由公羊通群經；在《詩》、《書》上，他亦發

揮公羊之義而以《詩古微》、《書古微》樹起今文標誌──

於《書》，他反對《古文尚書》，不論孔氏經傳、馬鄭注本

或晚出的逸十六篇，他都認為非真《古文》，他發揚伏生、

歐陽、夏侯的《今文尚書》，並倚重《史記》、《漢書》和

伏生的《尚書大傳》殘本以為命脈；於《詩》，他亦尊今抑

古地高舉反《毛》大纛而標舉三家《詩》，其《詩古微》是

立足在清儒《三家詩拾遺》和《詩經廣詁》之輯本基礎上，

加以系統整理並引申其義者；此外，他還撰作發揮《詩》義

                                                   
154 簴

14 510  



322      

 

於言事議政的《默觚》以及諸多經世實務的史地纂著，以為

倡導社會改革的理論基礎。而自劉逢祿尊公羊家法並亟辨

「《左氏》不傳《春秋》」，到魏源將今文學立場擴及《詩》、

《書》並抨擊古文「鑿空無師傳」，誠然是對晚清高樹今文

門戶具有關鍵性影響的重要發展。 

縱觀乾、嘉、道今文學復興，是從公羊學擴及群經，而

且是從乾嘉常州學派「論學」之發揚何休義法以為公羊學主

流，到嘉道「論政」之推公羊大義於群經，以援引經義方式

為社會改革張本，並由此一線索與晚清變法維新思想相聯繫

的。故本文緣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

魏源等人，以展開清代今文學復興從論學到論政的軌跡論

析，並闡明清代今文學興盛兼具學術史與思想史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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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ories on Studying” to 
“Theories on Politics” during the 
Reigns of Qianlong, Juaqing, and 
Daoguang: The Enhancement of 

Modern Literature 

Li-chu Zhang 

During the reigns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when 
textology was very popular, Zhuang Cunyu, who came 
from Changzhou, focused on studying Confucian 
classics. Not only did he love prose and poetry, he also 
wrote Chunqiu zheng ci, which elucidates Gongyang’s 
terse and significant statements. Although Zhuang did 
not fully devote his efforts to exalting the studies of 
Gongyang, nor did he reject ancient literary studies, his 
relatives and others made the Changzhou School of 
Thought an independent clique.  Zhuang’s son Zhuang 
Shuzu, grandson Liu Fenglu, as well as Song Xiangfung 
enhanced and glorified the studies of Gongyang. The 
Changzhou School of Thought later influenced the 
reform ideas of Zizhen Gong and Yuan Wei during the 
reigns of Jaiqing and Daoguang. Furthermore, this 
school of thought became the mainstream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was the theoretical weapon that Kang 
Youwei used during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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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elucidating this school of thought, 
this paper will trace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modern literature during the reigns of Qianlong, Jiaqing 
and Daoguang. It argues that it transitioned from 
“theories on studying” to “theories of politics.” This 
article will also discuss reasons why scholars like Liu 
Fenglu and others advocated for He Xiu’s explanations 
as the mainstream of the Gongyang style of studies. 
Furthermore,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ill be analyzed 
in light of the Gongyang style. The essay then discusses 
Gong Zizhen and Yuan Wei’s interpretation of other 
classics by using Gongyang Zhuan Disclosure, as well as 
their “quoting classics to support political ideas” with 
principles in these classics to found their concepts of 
reform during the reigns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These 
developments influenced the trend of though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fore, the popularity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is significant for studies of 
both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academic history.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archival records and will begin with 
analysis of Zhuang Cunyu, Kong Guangsen, Liu Fenglu, 
Song Xiangfung, Zizhen Gong and Yuan Wei to trace 
how “theories on studying” shifted to “theories of 
politics” and led to the reviv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Zhuang Cunyu, Kong Guangsen, Liu Fenglu, 

Song Xiangfung, Zizhen Gong, Yuan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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